
编者按 本期内容主要围绕人口流动与青少年健康。专题研究，通过

三种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在效率和公平方面的表现的比较，发现当前社

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已接近效率最优，但仍需大力推进公平性。人口与健

康专栏，以上海市为例，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探讨

其实施路径与推进策略 ；探讨了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多元联动

实践路径与推进策略 ；讨论了音乐对青少年听力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通过这些研究以期能够为读者提供有益的信息和观点，促

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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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
1结果数据来源和过程见本文第五、六节。

专题研究

人口流动与最优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 

张 熠，陶旭辉，韩雨晴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4）

当年轻劳动力从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时，低收入地区社会保障赡养负担和缴费率上

升，实际收入下降，进而引发更多人口流出，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数

据分析了三种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在效率和公平方面的表现。分析发现，“区域独立”和“全

国统一”模式均未能实现效率最优，前者导致各地实际费率差异和劳动力流动规模过大，而后

者则过小，存在一个帕累托效率最优的“相互调剂”模式。然而，如果兼顾公平性，只需付出

微小的效率损失就可以大幅增进区域公平，加大跨区域调剂力度的“公平—效率”转换比极高。

实证数据显示，当前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已接近效率最优，但仍需大力推进公平性。未来推

动区域社会保障协调发展，应当加大调剂和统筹的力度以及对人口流入地区的社保稽核力度，

并预防人口过度流动带来的区域发展失衡。

一、引言

我国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基金财务状况差异明显，而这种差异与劳动力流动

密切相关 ：劳动力流出越多的地区，养老保险制度内赡养率（退休者与缴费者之比）越高，基

金收支平衡压力越大。这导致越是工资水平较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赡养负担越重，实际缴费

率反而越高（郑秉文，2008 ； 郑秉文、孙永勇，2012 ；刘伟兵、杨扬，2019 ；张熠、陶旭辉，

2022） 。反之，经济发达、人口流入的地区，社保基金结余较多，政府更倾向于降低征缴力度，“藏

费于企业”，形成所谓的“逐底竞争”（庞凤喜等，2016 ；彭浩然等，2018）。本文利用 2011-

2017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工资水平每高于全国水平 1% ，实际缴费率相对全国平均缴

费率大约低 1.1453%1。更高的缴费率必然也会削弱人口流出地区实际收入以及产业吸引力，导

致更多劳动力流出，使得流出地社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因此亟待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区域协

调模式，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劳动力流动对区域间社会保障或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影响并非我国独有。日本政府曾为此于

2008 年推出了“故乡税”政策，规定民众可以在一定限额下选择捐款给地方政府，如自己的家

乡，并享受税收抵扣。对应于本文的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问题，即可以允许迁移者将部分社

会保障缴费交回流出地而非现工作地。早在我国明代，学者赵锦（公元 1516-1591 年）就在《计

处极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一文中提出了政府财政体系可能成为推动人口流动的加速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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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导致区域社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问题。因此，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如何设计恰当的财政

区域协调模式，一直是古今中外政府普遍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在现代国家，社会保障体系通

常是最大的单个财政项目。本文以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为切入口，结合劳动力流动模型，进

行了以下研究工作 ：

第一，分析最优的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在既往文献中，一些学者（Wildasin，1994 ；

Razin & Sadka，1999）研究了移民对本地养老保险赡养负担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近年来，我国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问题受到了普遍关注，郑秉文和孙永勇（2012）、郑功成（2015）以及何文

炯和杨一心（2016）等分析了推进全国统筹的必要性。本文将各类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总结

为三种模式 ：一是“区域独立模式”，即各地区根据自身社会保障基金平衡需要确定差异性的

缴费率 ；二是“全国统一模式”，即根据全国层面社会保障基金平衡的需要，制定各地统一的

名义缴费率和实际缴费率 ；三是包括故乡税、中央调剂金等政策在内的“相互调剂模式”，即

人口流入地对流出地提供有限的调剂，而后各地区根据调剂后的社保基金财务情况制定自身的

缴费率。研究发现，如果单纯从效率角度来看，“区域独立”“全国统一”均未能达到帕累托效

率最优，事实上存在一个效率最优的调剂金制度。但是如果从区域公平性来看，“全国统一模式”

较好，“相互调剂模式”次之，“区域独立模式”最差。

第二，本文分析了既往文献中尚未涉及的不同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在公平和效率间的权

衡问题。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这一“公平—效率权衡”形成的前沿边界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中

的前沿边界在形态上高度类似。各种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都可以表示为这条“公平—效率权

衡”前沿边界上的点。利用现实数据，本文还尝试对现实中的区域协调模式在前沿边界上进行

了定位，发现我国正从“无效前沿边界”转向“有效前沿边界”。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公平—

效率”转换比极高。这意味着通过加大区域调剂或全国统筹力度，只需付出微小的效率损失就

可以大幅增进区域公平，且效率损失和公平的增进不在同一数量级。本文对此也进行了分析和

解释。

第三，本文探讨了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背后蕴含的最优人口流动规模以及最优社会保

障基金稽核问题。劳动力迁移和流动本质上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Sjaastad，1962 ；Borjas、 

Bratsberg，1996）。在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时，资本、劳动力应该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流

动既有助于效率（王丽莉、乔雪，2019），也可以促进区域公平（陈钊、陆铭，2009 ；陆铭，

2017）。不少研究从社会保障属地化管理角度出发认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阻碍了人口流动，

损害了效率与福利（郑秉文、孙永勇，2012 ；何文炯、杨一心，2015 ；王丽莉、乔雪，2019 ；

彭浩然、王琳琳，2019）。但本文则发现社会保障体系也具有很强的人口流动“加速器”作用。

而且人口流动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当存在社会保障体系或其他“税收—转移支付”财政项目时，

可能产生过度流动现象，人口流出地会陷入“人口流出—负担加重—缴费上升—收入下降—人

口进一步流出”的恶性循环。这时人口流动不仅损害区域公平，有时还影响了经济效率。

就社会保障稽核来说，在我国劳动力成本攀升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征缴的“逐底竞争”可

能引发各地区放松社保征管这一“藏费于企业”的行为（封进等，2010 ；Nyland 等，2011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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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等，2016 ；庞凤喜等，2016 ；彭浩然等，2018 ；赵仁杰、范子英，2020）。新一轮全国统筹

改革一个重要的内容为夯实地方政府的征缴责任（朱小玉、施文凯，2022）。既往研究注重对

社保稽核各种现象的探讨，本文则提出和论证了一个最优中央政府稽核理论 ：在稽核力量有限

时，中央稽核力量应更多分配到发达地区，确保这些地区“应缴尽缴”的力度。

相对于既往研究，本文模型是一个异质性模型，最主要特点是假设经济体中兼有劳动者和

非劳动者，并且存在将收入从劳动者转移支付给非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导致人口流动存

在外部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成立所需要的条件并不必然满足。研究表明，这会导致许多与

既往研究迥然不同的结果和政策建议，如经济中可能存在劳动力“过度流动”现象，这时减少

人口流动反而既有助于区域公平，甚至还会提高经济的帕累托效率。

二、核心思想和建模原理

为了阐释本文核心思想，先从一个高度简化的数值示例来比较“全国统一”“区域独立”“相

互调剂”三类社会保障模式的缴费率、人口流动以及福利状况。

（一）数值示例基本设定

如表 1 所示，假设经济体中存在两个地区，标记为 0 和 1。地区 0 的工资水平为 10000 元，

地区 1 的工资水平为 15000 元。在这个示例中，假设两地老年人养老金待遇均为 6500 元。在

初始时期地区 0 和地区 1，人数均标准化为 100，老年人数均为 40，即赡养率为 40%。假设老

年人不迁移，仅有年轻人可选择是否从地区 0 迁移至地区 1。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迁移的收益

来自两地工资差异，即 5000 元。但是迁移要付出一定成本，假设迁移成本为 0 到 20000 元之

间的一个均匀分布 F~U(0,20000)。这意味着如果不存在社会保障体系，迁移成本在 5000 元以

下的地区 0 的年轻人都会流动到地区 1。因此根据均匀分布特点，流动的人数是 25（100×5000/

(20000-0)），他们的迁移成本在 0 到 5000 元之间，平均迁移成本为 2500 元。对于留在地区 0

的年轻人和原本就在地区 1 的年轻人收入分别仍为 10000 元和 15000 元。对于从地区 0 迁移

至地区 1 的代表性年轻人，实际收入为地区 1 的工资 15000 元减去平均迁移成本 2500 元，即

12500 元。

表1 数值示例中三种社会保障模式的对比

指标
全国统一 区域独立 相互调剂

流出地地区 0 流入地地区 1 流出地地区 0 流入地地区 1 流出地地区 0 流入地地区 1
费税前工资（元） 10000 15000 10000 15000 10000 15000
养老金待遇（元） 6500 6500 6500 6500 6500 6500
初始年轻人数（人）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迁移后年轻人数（人） 80 120 ≈ 64 ≈ 136 75 125
缴费率（%） 20.0 20.0 40.4 12.8 26.0 17.3
实发工资（元） 8000 12000 5963 13083 7400 12400
迁移门槛值（元） 4000 7120 5000
实际收入（元） [12000，10000，8000] [13083，9523，5963] [12400，9900，7400]
社会总收入（SW） 10200 10156 10213

注：（1）实际收入=[地区1人口的实发收入，流动者实发收入，地区0人口的实发收入]；（2）其中对于流动者实际收入计算，例如
在全国统一的模式中，因为迁移门槛值是4000元，又符合均匀分布，因此迁移者流动平均为[0,4000]上的均匀分布，平均迁移成本为2000
元。因而，流动者实际收入=12000-2000=10000元。其他模式计算类似，此处不再赘述；（3）区域独立模式下两地缴费率的比值为3.16。
根据刘伟兵和杨扬（2019）的研究，黑龙江与广东的实际缴费率比值为3.49倍，与这一比值是较为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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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分析中没有考虑社会保障体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两地都有非劳动的老年人，因

此需要向年轻劳动者征收社会保障税费以满足非劳动的老年人对养老金的需求。下面考虑引入

各种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后人口流动和社会福利的情况。

（二）三种模式的数值计算结果

第一种模式是“全国统一模式”。在此模式下，均衡约束来自两方面 ：一是两地拥有相同

的缴费率 ；二是社会保障基金需在全国层面上实现收支平衡。如表 1 所示，根据测算发现在均

衡时，从地区 0 迁往地区 1 的迁移人数为 20，两地的均衡缴费率为 20.0%。其中，流出地即地

区 0 费后实际收入为 8000 元，而流入地即地区 1 费后实际收入为 12000 元。相对于两地费前

收入 5000 元的差距，费后两地实际收入差距缩至 4000 元，即只有迁移成本小于 4000 元的年

轻人才会从地区 0 迁移到地区 1，相比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时，迁移人数下降为 20 人，平均迁移

成本为 2000 元。这种模式将劳动者迁移的实际收益从 5000 元降为 4000 元，流动规模减小。

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在不同社会保障体系下，年轻人的缴费都使得老年人都得到

了这 6500 元收入，因而不同模式不影响老年人养老金产生的福利，所以在本数值例子中

只需要关注年轻人费后实际收入产生的福利。迁移者实际收入为流入地费后收入 12000

元，扣减平均的迁移成本 2000 元，因而是 10000 元。“全国统一”模式下社会中三类年

轻人的费后人均收入为 10200 元，具体计算过程为 (80×8000+20×10000+100×12000)

（80×8000+20×10000+100×12000）/200=10200。括号中第一项为留在地区0的年轻人的总收入，

由留下的年轻人人数 80 乘以其实际收入水平 8000 得到。同理第二项为迁移到地区 1 的劳动者

的总收入，第三项为原本在地区 1 的劳动者的总收入。

第二种模式是“区域独立模式”。在“区域独立模式”下，两个地区实际缴费率可以不同，

各地区根据人口流动后自身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决定实际缴费率，在地区层面维持社会保障基金

平衡，确保每位老年人仍然可获得 6500 元的养老金待遇。经计算，此时在均衡条件下，将有

约 36（准确数值为 35.6）名年轻人从地区 0 迁往地区 1，两地缴费率分别约为 40.4% 和 12.8%。“区

域独立模式”下，迁移门槛值上升至约 7120 元，即迁移成本小于这一数值的地区 0 的年轻劳

动者都会迁出，平均迁移成本为 3560 元。可以发现，相对“全国统一模式”，一方面流动规模

更大，另一方面相对于人口流入地，流出地赡养负担极为沉重，缴费率畸高。社会保障实际发

挥了一种“加速器”作用 ：初始 5000 元的工资收入差距引发年轻劳动力流出，地区社会保障

赡养负担上升，为了维持收支平衡，地方政府必须提高缴费率，这进一步降低了本地区的费后

实际收入，引发了更多年轻劳动力流出。地区 0、地区 1 的实发工资分别为 5963 元和 13083 元。

收入差距远超过“全国统一模式”，这意味着在社会保障的加速机制下，区域不平衡现象大幅

加剧。同时，从效率角度来看，年轻人平均收入也仅有 10156 元。

第三种模式是“相互调剂模式”。表 1 中第三大栏罗列的是地区 1 向地区 0 调剂 65000 元

时的情形，在完成这些调剂后，两地区各自确定社保基金平衡所需要的缴费率。经计算，此时

地区 0、地区 1 的实发工资分别为 7400 元和 12400 元，迁移门槛值为 5000 元，均衡时年轻人

迁移人数为 25，两地缴费率分别为 26.0% 和大约 17.3%。从流动规模来看，这种模式处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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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一”和“区域独立”模式之间。两地区收入差距恰是缴费前的工资差距 5000 元。因而这

种“相互调剂模式”的公平性表现也介于“全国统一”和“区域独立”两种模式之间。经计算，

社会人均收入为 10213 元（>10200 元且 >10156 元），大于“全国统一”和“区域独立”模式。

事实上这种相互调剂力度也是所有区域协调模式中帕累托最优的，可称为“效率最优调剂模式”。

（三）数值结果的解释

从理论角度来看，为什么“全国统一”和“区域独立”的帕累托效率都弱于上述“相互调

剂模式”呢？如果加入对公平性的考量，什么样的模式是社会福利最优的呢？

由于迁移成本是外生而统一的，不同模式的区别关键在于迁移的边际收益。从社会总体或

中央计划者角度来看，迁移可以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最优的迁移规模由迁移的边际成本和

社会边际收益决定。劳动力从地区 0 配置到地区 1 的社会边际收益是两地的工资差，即 5000 元。

因此，迁移成本在 5000 元以下的 25 位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流动。在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时，两地

的工资差同样也是迁移带来的个人边际收益，因此社会边际收益和个人边际收益相当，实际也

将迁移 25 人，均衡结果是帕累托有效的，任何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都将产生扭曲，损

害效率。

然而，当引入从劳动者到非劳动者的转移支付体系时，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成立的条件即

经济不存在外部性，不一定能够满足。这时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全国统一模式并不一定是帕累托

有效的 ：“全国统一模式”相当于对这项人力资本投资施加了一种税收。如表 1 中所示，迁移

的收益从 5000 元下降为 4000 元。这一“人力资本投资税收”造成了效率损失，导致迁移人数

小于帕累托效率最优的迁移人数。直观来说，流动者在流入地的收入更高、缴费更多，能够为

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做出更大贡献，因而迁移对流出地产生了一种正外部性，个人边际收益小于

社会边际收益。在“区域独立模式”下，迁移的个人边际收益提高到了 7120 元，大于迁移的

社会边际收益，因此导致流动规模过大。社会保障体系相当于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补贴”。这

一补贴也导致了扭曲和效率下降。直观来说，在“区域独立模式”下，劳动者流动时没有考虑

到自身决策会导致流出地赡养负担上升，对流出地剩余年轻人产生了负外部性，导致个人边际

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收益。只有在“效率最优调剂模式”下，两地的缴费率不同，而实发工资之

间差距又被恢复到 5000 元，因而迁移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再次取得一致。社会保障体系恰

好没有对个人迁移决策造成任何扭曲，既不会产生正外部性，也不产生负外部性，因而获得了

最高的效率水平。

根据表 1，从公平性角度看，“全国统一模式”下，流入地和流出地收入分配差距最小，

公平性表现最好，而“区域独立模式”下分配差距最大，“相互调剂模式”介于其中。因而在

社会福利分析中，我们可以为本数值示例描绘一条 “公平—效率转换前沿边界”。这与“现代资

产组合理论”中前沿边界形态高度类似。“区域独立模式”表现最差，位于图中弧线下半段的

无效边界上，如果在这种模式基础上提高调剂力度，不仅可以促进公平，还能提升效率。直到

达到帕累托效率最优的调剂模式，如果继续加大调剂力度，就将进入弧线上半段代表的有效前

沿边界，这时政府才会面临究竟是要各地收入更加公平，还是要更加强调帕累托效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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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存在一个帕累托效率最优的调剂模式，但如果结合“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

无论“全国统一”“区域独立”还是“相互调剂”都不是天然的最优的模式，最优的模式应当在

帕累托效率和公平性之间做出权衡，这就是本文所谓的最优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的核心思想。 

三、基本模型框架

为了更简明地叙述本文的主要思想和理论机制，本文理论和数值模拟均采用两地区的静态

模型。此外，本文对社会福利的分析先仅包括对效率的考量，随后纳入对公平性的考量。

（一）效用函数

假设经济体中存在两个区域，i ∈ {0,1}，每个区域存在两类人 ：劳动者和非劳动者。政府

通过一个“税收—转移支付”体系向劳动者征税或收费，用于支付非劳动者的福利待遇。本文

着眼于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分析，因此假设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分别为年轻人和老年人。

模型中的年轻人面临两个时期，年轻时期和年老时期。地区 0 和地区 1 社会保障缴费率或

工薪税分别为 τ0 和 τ1。出生于地区 0 的年轻人在当地的工资水平为 W y
0，实际收入为 (1-τ0) W y

0。

他们可以选择迁移到地区 1，迁移后工资水平为 W y
1，迁移后实际收入为 (1-τ1) W y

1。迁移需要

付出一定的成本，假设地区 0 的第 j 个年轻人的迁移成本为 Tj。而居住在地区 1 的劳动者不需

要迁移，工资水平为 W y
1>W y

0。非劳动人群是不可流动的，假设各地养老金待遇水平分别为 po
i。

设效用函数为两期可加的拟线性函数形式。如果地区 0 的第 j 个年轻人选择迁移到地区 1，那

么他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

𝑚𝑎𝑥
𝑐𝑦
0,𝑗 ,𝑐𝑜

0,𝑗
𝑈0,𝑗 𝑐𝑦

0,𝑗 ,𝑐𝑜
0,𝑗 = 𝑢 𝑐𝑦

0,𝑗 + 𝛽 ⋅ 𝑢 𝑐𝑜
0,𝑗 + 𝑚  （1） 

𝑠. 𝑡.  𝑐𝑦
0,𝑗 + 𝑐𝑜

0,𝑗 1 + 𝑟� ≤ 𝑊� 0� = 1− 𝜏1 𝑊𝑦
1 + 𝑝𝑦1 1 + 𝑟⁄ − 𝑚 − 𝑇𝑗

m 代表了除两期消费以外的开支，如此假设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这一拟线性效用函

数可以排除收入再分配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社会成员收入加总形成的社会总收入与效用加总得

到的社会福利完全对应，从而将各种模式对帕累托效率的影响和对公平的影响分开，这也是在

福利分析中常用的做法 ；第二，m 可以理解为遗赠、留给子女的资金或人力资本投资等。这也

意味着迁移成本 Tj 既可以是物质成本进入预算约束，也可以作为心理成本进入公式（1）的效

用函数中。地区 0 的迁移者被上标记为 0̅ ，以区分留在地区 0 的年轻人。W ̅  0̅ 为迁移者全部可以

用于两期消费的资源。py
1 表示当期年轻人年老时在地区 1 领取的养老金，r 为利率，是由全国

金融市场所决定的外生参数。与上述问题相对应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

𝑉0�,𝑗 ≡ 𝑉 𝑊� 0�,𝑗 ,𝑟 = 𝑉 1− 𝜏1 𝑊𝑦
1 + 𝑝𝑦1 1 + 𝑟⁄ − 𝑇𝑗 ,𝑟  （2）

如果选择留在本地，与之相对应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𝑉0 ≡ 𝑉 𝑊� 0, 𝑟 = 𝑉 1− 𝜏0 𝑊𝑦
0 + 𝑝𝑦0 1 + 𝑟⁄ , 𝑟  （3）

在拟线性效用下，行为人效用与终生收入呈线性关系，𝑑𝑉0,𝑗 𝑊� 0, 𝑟 𝑑⁄ 𝜏0 = −𝑊𝑦
0，即行

为人每增加一单位收入带来的效用提升都是一单位。 

我们首先求解临界的迁移者，即迁移和不迁移的效用相同，表现为存在一个 T ̃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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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 ̅, j=V0，迁移成本高于 T ̃ 会留在本地，否则会迁往地区 1。为了简化分析，对 V0 ̅, j=V0 进行标准化，

假设地区 0 的养老金替代率 δ=py
0/W y

0，即 py
0=δW y

0。假设 py
1=(1+ω·α)·δW y

0=(1+ωω·α)·δW y
1/(1+α)，

即地区 1 的养老金替代率 py
1/W y

1 为 (1+ωω · α) · δ/(1+α)。ω=0 和 ω=1 分别对应于养老金待遇和

工资完全不挂钩和完全挂钩两种情形。如果 0<ω<1，则表示养老金与工资部分挂钩，发达地区

养老金待遇高于欠发达地区，但区域间养老金待遇差异明显小于工资差异。流动成本也可标准

化为 tj=Tj/W y
0，tj 的累积分布函数为 F(tj)，0<tj<∞，且 F(0)=0，F(+∞)=1。令 t ̃=T ̃/W y

0，则 ：  

t ̃ ≡ (1-τ1 )(1+α)-(1-τ0 )+ω · α · δ/(1+r) （4）

因此，会有 F(t ̃) 的地区 0 年轻人迁移到地区 1。本来就出生于地区 1 的年轻人也面临着类

似效用最大化问题，但不存在迁移决策。对应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

V1 ≡ V(W ̅  1, r) ≡ V((1-τ1) W y
1+py

1/(1+r), r) （5）

对于两地的老年人来说， Uo
0= u(po

0)，Uo
1= u(po

1)。

（二）生产函数

地区 0 和地区 1 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 Z0 和 Z1，不失一般性，假设 Z1>Z0。在地区 i，代

表性企业使用两种生产要素 ：劳动力，记为 Li，对应的要素价格或者说工资为 W y
i ；资本，记

为 Ki，对应的要素价格即利率为 ri。资本可以在两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因而均衡时根据“无套利”

原则，两个地区利率均等于整个经济体的利率 r，即 ri=r。假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在地区 i，代表性企业面临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

𝑚𝑎𝑥
𝐿𝑖 ,𝐾𝑖

𝑌𝑖 − 𝑊𝑦
𝑖 ⋅ 𝐿𝑖 − 𝑟𝑖 ⋅ 𝐾𝑖 = 𝑍𝑖 ⋅ 𝐿𝑖γ ⋅ 𝐾𝑖1−γ − 𝑊𝑦

𝑖 ⋅ 𝐿𝑖 − 𝑟𝑖 ⋅ 𝐾𝑖   （6）

γ 为劳动产出份额。记 ki=Ki/Li。记两地工资比为 1+α，利用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可

得 1+α=W y
1/W y

0=k1/k0=(Z1/Z0)1/γ>1。因此，劳动力有序地从收入较低的地区 0 流向收入较高的地

区 1，两者之间的相对工资为 α=(Z1/Z0)1/γ-1。当 α=0 时，则两地生产率相同，工资也相同，将

没有劳动者流动。现实中，企业和个人均要缴纳社会保障费，本文在计算劳动者实际工资中扣

除了缴费，由于税收转嫁无关性原理，企业就不再扣除相关税收。

（三）政府预算

假设两地初始的本地人口数量是相当的，即 Ny
0=Ny

1=Ny， No
0=No

1=No。人口增长率为 1+n，因

而整个经济体的赡养率为 1/(1+n)。同时假设工资增长率为 1+g。

在“区域独立模式”下，每个地方各自筹资保证待遇发放，取得基金平衡。对于地区 0，“区

域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下的基金平衡条件为 No po
0=τ0 W y

0 Ny (1-F(t ̃))。则 τ0 可表示为 ：

𝜏0 =
𝑁𝑜𝑝𝑜0

𝑊𝑦
0𝑁𝑦 1− 𝐹(�̃�)

=
𝛿

1 + 𝑛 1 + 𝑔 1− 𝐹(�̃�)
  （7）

F(t ̃) 为人口流出比例，上式中 dτ0/dt ̃=(dτ0/dF) · F'>0，表明 t ̃ 越高，人口流出规模 F 越大，

流出地缴费率 τ0 上升。对于地区 1，同理可得“区域独立模式”的基金平衡条件为 ：

𝜏1 =
𝑁𝑜𝑝𝑜1

𝑊𝑦
1𝑁𝑦 1 + 𝐹(�̃�)

=
1 + 𝛼𝜔 𝛿 1 + 𝛼⁄

1 + 𝑛 1 + 𝑔 1 + 𝐹(�̃�)
  （8）

如公式（8）所示 dτ1/dt ̃=(dτ1/dF) · F'<0，因此人口流入倾向于降低流入地的缴费率。



　 ·  8  · 人口信息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51 期）

对于“全国统一模式”，全国采用统一实际缴费率，即 τ0=τ1=τ̅，并在全国层面保持基金平衡：

No po
0+No po

1 ≡ τ0 W y
0 Ny (1-F(t ̃))+τ1 W y

1 Ny (1+F(t ̃))。两边同除以 W y
0 No 可得 ：

𝜃 =
𝛿 + 1 + 𝛼𝜔 𝛿
1 + 𝑛 1 + 𝑔 ≡ 𝜏̅ 1− 𝐹 �̃� + 𝜏̅ 1 + 𝛼 1 + 𝐹 �̃�   （9）

其中，θ 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为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全国层面平均的缴费负担状况。

对于“相互调剂模式”，假设从地区 1 调动金额为 D 的资金转入地区 0 的社会保障基金中。

对于地区 0 和地区 1，带有调剂金时的社会保障基金平衡条件分别为 No po
0=τ0 W y

0 Ny (1-F(t ̃))-D

和 No  po
1=τ1 W y

1 Ny (1+F(t ̃))+D。令 d=D/(W y
0 Ny)，得 ：

𝜏0 =
𝛿

1 + 𝑛 1 + 𝑔 1− 𝐹 �̃�
−

𝑑
1 − 𝐹 �̃�

  （10）

𝜏1 =
1 + 𝛼𝜔) 𝛿 (⁄ 1 + 𝛼

1 + 𝑛 1 + 𝑔 1 + 𝐹 �̃�
+

𝑑
1 + 𝐹 �̃� (1 + 𝛼�

  （11）

一种特殊的调剂模式是日本实施的“故乡税”。这种模式下，两地区社会保障基金平衡条

件分别为 No po
0=τ0 W y

0 Ny (1-F(t ̃))+κ · τ1 W y
1 Ny F(t ̃) 和 No  po

1=τ1 W y
1 Ny+(1-κ) · τ1 W y

1 Ny F(t ̃)。其中

κ 代表了迁移者社会保障缴费中转移给流出地的比例，另外比例为 1-κ 的部分留在现工作地。

上述预算约束平衡公式均除以 W y
0 Ny 作标准化可得 ：

𝜏0 1− 𝐹 �̃� + 𝜅 � 1 + 𝛼 𝜏1𝐹 �̃� = 𝛿 1 + 𝑛 1 + 𝑔⁄  （12）

1 + 𝛼 𝜏1 + 1 − 𝜅 � 1 + 𝛼 𝜏1𝐹 �̃� = 1 + 𝛼𝜔 𝛿 1 + 𝑛 1 + 𝑔⁄  （13）
对比公式（10）-（11）和（12）-（13）发现，“故乡税”可以归为一种相互调剂制度，调

剂金规模 D=κτ1 W y
1 Ny F(t ̃)。只是 “故乡税”中调剂的主体由“地区”转变为了“流动者”。 

（四）社会福利函数

假设一个功利主义的加总社会福利函数，从而保证这一社会福利度量代表帕累托效率 ：

𝑆𝑊 = 𝑁𝑦 1 − 𝐹(�̃�) 𝑉0 + 𝑁𝑦� 𝑉1 − 𝑇𝑗
𝑇�

0
𝑑𝐹(𝑇𝑗) + 𝑁𝑦𝑉1 + 𝑈𝑜0 + 𝑈𝑜1 𝑁𝑜  （14）

公式右端分别为流出地剩余年轻人的效用，迁移者的效用，流入地年轻人的效用以及两地

老年人的效用。根据假设，右端最后一项为常数。由于效用函数是拟线性的，因此这一福利函

数也表示社会可以分配的总收入水平，所以是衡量帕累托效率最合理的指标。第二项中 ∫0T
̃ Tj 

dF(Tj)=E[Tj│Tj<T̃ ]， E[Tj│Tj<T̃ ] 为条件期望，代表所有迁移者的平均迁移成本。 

四、模型分析

本节将分“全国统一”“区域独立”“相互调剂”三种模式分别求解均衡，均衡的条件包括：

一是劳动者通过迁移决策实现效用最大化 ；二是企业通过雇佣决策实现利润最大化 ；三是政府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平衡 ；四是各地区劳动力市场和全国资本市场出清。均衡的核心内生变量包

括迁移门槛值 t ̃、流出地缴费率 τ0、流入地缴费率 τ1。本节首先从中央计划者角度出发，求解

社会福利即帕累托效率最大化时的迁移门槛值以及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缴费率。

（一）中央计划者经济

中央计划者面临的问题是根据个人的反应函数，在基金平衡约束下选择确定最优的迁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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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 t ̃。根据公式（4），最优迁移决策一阶条件是 t ̃ ≡ (1-τ1)(1+α)-(1-τ0)+ωαδ/(1+r)，也就是说当政

府选择了 t ̃ 后，个人的反应策略是 ：如果迁移成本 tj ≤ t ̃，则选择迁出 ；如果迁移成本 tj>t ̃，则

选择留在当地。个人迁移决策也决定了各地根据社保基金预算平衡所需要的缴费率 τ0 和 τ1 以

及社会福利水平。中央计划者通过选择最优 t ̃ 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𝑚𝑎𝑥
�̃�

𝑆𝑊 = � 𝑉0�,𝑗𝑑𝐹 𝑡𝑗
�̃�

0
+ 𝑉0 ⋅ 1 − 𝐹 �̃� + 𝑉1 + 𝑈𝑜0 + 𝑈𝑜1 𝑁𝑜  （15）

s.t. �̃� ≡ 1 − 𝜏1 �̃� 1 + 𝛼 − 1 − 𝜏0 �̃� + 𝜔𝛼𝛿/ 1 + 𝑟

𝜃 ≡ 𝜏0 �̃� � 1 − 𝐹 �̃� + 𝜏1 �̃� ⋅ 1 + 𝛼 1 + 𝐹 �̃�

在拟线性函数假设下，公式（15）中的福利度量与社会总收入是完全对应的。目标函数为

各类个体的效用加总。预算约束为个体对中央计划者决策的反应函数和全国总体上社会保障体

系的基金平衡。通过两个预算约束，流出地缴费率 τ0 和流入地缴费率 τ1 都可被视为中央计划

者决策变量 t ̃ 的函数。可证明如下定理 ：

定理 1 ：在公式（1）-（14）构成的两地区模型中，假设地区 0 生产效率低于地区 1，即

Z1>Z0。从效率来看，效率最优的模式应当满足 ：τ0*=τ1*(1+α)，t ̃*=α+ωαδ/(1+r)，人口流动规模

为 F(t ̃*)=F(α+ωαδ/(1+r))。

根据定理 1，(τ0*-τ1*)/τ1*=α，意味着效率最优模式应当保证 ：如果地区 1 比地区 0 工资水平

高 1%，则缴费率低 1%。在第二节的数值例子中也可以观察到，在效率最优模式下两地区相对

缴费率 ：(τ0*-τ1*)/τ1*=(26%-17.33%)/17.33%=(15000-1000)/10000=α，显然是满足定理 1 中所列的

条件的。

本质上来说，个体迁移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在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时，迁移给社会带来的

收益（记为 SMB）为全部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的提升，也就是 ：SMB=W y
1-W y

0=αW y
0。这同样也

是个人迁移的边际收益（记为 PMB）。然而，当存在社会保障体系时，个人迁移获得收益是 ：

PMB=[(1-τ1)(1+α)-(1-τ0)+ωαδ/(1+r)] W y
0，其中包括劳动边际价值提升的收益 (1-τ1) W y

1-(1-τ0) W y
0， 

以及未来养老金现值提升的收益ωαδ/(1+r) W y
0。在ω=0时，如果两地缴费率刚好服从 τ0*=τ1* (1+α)

的关系，则个人迁移的收益恰好回到了无社会保障体系时，与社会边际收益相当的水平，此时

PMB=SMB=αW y
0，这样的区域协调模式使得社会福利恢复到最佳水平（first-best）。在 ω>0 时，

这种待遇工资挂钩机制导致区域协调模式不能实现让社会福利回到最佳水平的目标，但如果

τ0*=τ1*(1+α)，仍然是使得公式（15）中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的次佳解（second-best）。为叙述方便，

本文将这个次佳解也表述为最优模式。

（二）区域独立模式

在“区域独立模式”下，地区 0 的年轻人选择是否迁移以及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消费，

以实现效用最大化，F(t ̃) 的年轻人将迁移出去。由公式（4）、公式（7）、公式（8），可得“区

域独立模式”下 τ0 和 τ1 关系的表达式为

𝜏0 =
𝛿

1 + 𝑛 1 + 𝑔 1− 𝐹 �̃�
=
𝜏1 1 + 𝛼 1 + 𝐹 �̃�
�1 + 𝜔𝛼) 1− 𝐹 �̃�

> 𝜏1 1 + 𝛼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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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区域独立”模式下，(τ0-τ1)/τ1>α=(τ0*-τ1*)/τ1*，即两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缴费

率差异高于最优的缴费率差异。“区域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达到最优，而且存在严重

的负担不均衡现象。“区域独立模式”的迁移规模 F(t ̃)>F(α+ωαδ/(1+r))。这表明“区域独立模式”

存在过度流动问题，过大的人口流动规模反而降低了社会福利。

过度流动问题也可以从“外部性”角度加以理解。根据 τ0 和 τ1 关系式可知，d(τ0/τ1)/dF>0，

也就是说随着人口流动，流出地相对流入地的缴费率升高。这意味着个人在迁移决策时并没有

考虑流出地剩余的年轻人将赡养留守的非劳动人口，流出地的赡养负担加重。个人迁移的边际

收益 PMB 和社会边际收益 SMB 产生背离，人口流动给流出地带来了一种“负外部性”。

（三）全国统一模式

假设一个“全国统一”的以“统收统支”为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两地的社会保障缴费率

完全相同，即 τ0=τ1=τ̅。从全国层面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平衡角度可以得到全国统一缴费率 τ̅为 ：

𝜏0 = 𝜏̅ = 𝜃 2 + 𝛼 1 + 𝐹 �̃�⁄ = 𝜏1 < 𝜏1 1 + 𝛼   （17）
根据 τ̅表达式，如果社会中的流动人口增加，将会导致全国统一的缴费率下降。但是，由

于 τ0<τ1 (1+α)，通过定理 1 中的最优协调模式条件可以自然地推论 ：“全国统一模式”并非效率

最大化的制度。这种模式下两地的缴费率差异过小，流动的门槛值偏低，流动规模较小。

这个结果可以从“外部性”的角度来解读。根据 τ̅表达式，dτ̅/dF<0，这是因为人口流动作

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迁移后年轻一代工资和缴费能力提高，在对老年人养老金支出不变的情

况下，社会保障缴费基数增加，每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障缴费减少。在“全国统一模式”下，无

论留在流出地者、迁移者还是原本在流入地者都分享了这种好处，但在个人迁移决策却没有考

虑这一点，因此迁移具有“正外部性”，所以“全国统一模式”下存在流动规模不足的问题。

（四）相互调剂模式

假设存在一个中央调剂金制度，从地区 1 调动金额为 D 的资金转入地区 0 的社会保障基

金中，标准化后调剂金规模为 d=D/(W y
0 Ny)。通过调剂金，可以将资源配置效果重新恢复到效

率最优的状态，即实现“效率最优调剂模式”。根据公式（10）、公式（11）可得最优调剂规模：

𝑑∗ =
𝛿

1 + 𝑛 1 + 𝑔 �
1 + 𝐹 �̃� − 1 − 𝐹 �̃� 1 + 𝛼𝜔

2   （18）

可以验证在上述调剂力度下，各项内生变量均恢复到了社会效率最大化的水平。

“故乡税”是一种特殊的“相互调剂模式”。可以证明如果 ω=0，即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养

老金待遇相等，要使效率最大，需要满足κ=1，即迁移者将养老保险缴费全部缴纳给流出地。从“科

斯产权理论”角度来看，这相当于重新划分了流动者的税费归属，将全部税费权利归还给了流

出地，因而也就解决了外部性的问题。ω>0 时，即养老金待遇与工资挂钩，两地养老金待遇不等，

要使效率最大，存在一个最优的分配比例 κ*<1，即迁移者需要将比例为 κ 的养老保险缴费缴纳

给流出地，将 1-κ 部分缴纳给流入地，就可以达到与公式（18）中“效率最优调剂模式”同样

的结果。不同模式的社会福利效果可以概括为如下的定理 ：

定理 2 ：在公式（1）-（14）构成的两地区模型中，假设地区 0 生产效率低于地区 1，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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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Z0。“区域独立模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中费差过大，即 τ0>τ1 (1+α)，而人口流动规模过大。“全

国统一模式”的社会保障体系费差过小，即 τ0=τ1<τ1 (1+α)，而人口流动规模过小。两者都对劳

动力流动产生扭曲，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存在一个最优的调剂金水平 d* 或者一个最优

的故乡税比例 κ*，可以实现资源分配的效率最优。

（五）“最优稽核”问题

事实上，要实现最优调剂的社会福利结果，即 τ0*=τ1* (1+α)，除了中央调剂金或故乡税，还

可以将其转化为一个关于中央政府缴费稽核力量分配的“最优稽核”问题。这是因为，将一部

分人口流入地区的收入通过调剂的方式转移到人口流出地区，其目的也是为了降低后者的缴费

率，提高前者的缴费率以平衡两地的赡养负担。如公式（10）、公式（11），调剂力度越强，τ0

会下降，τ1 会上升，最终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条件 τ0*=τ1* (1+α)。因此，在一个统一的名义缴费率 τ̃下，

对人口流入地区提高社会保障费的中央政府“稽核力度”，实现“应缴尽缴”，遏制缴费率的“逐

底竞争”，要求经济大省承担更大的财政责任，同样可满足这一条件。具体来说，通过一个名

义缴费率和中央政府稽核力量的分配组合 {τ ̃,x0*,x1*}，使得实际缴费率满足效率最优条件。

首先，我们假设中央政府可使用的稽核力量和资源是固定的，分配到地区 0 和地区 1 的

力量和资源分别为 x0 和 x1，不失一般性假设 x0+x1=1。并假定存在一个稽核生产函数，意为投

入多少的稽核力量，可以多大程度遏制逃费避费，达到“应缴尽缴”，并设定函数形式为线性，

具体表示为 ：μi=μ(xi)=μ0 xi，i ∈ {0,1}，0 ≤ μi ≤ 1。μi=μ(xi) 代表在地区 i 投入 xi 稽核力量，可

以达到 μi 的征缴水平。在稽核力量重新配置后的两地区基金平衡约束分别为 τ ̃ μ0 x0 (1-F(τ̃))=δ/

[(1+n)(1+g)] 和 τ̃ μ0 (1-x0)(1+F(τ̃))=(1+ωα)δ/[(1+n)(1+g)]。可证明如下定理 ：

定理 3 ：在公式（1）-（14）构成的两地区模型中，假设地区 0 生产效率低于地区 1，即

Z^1>Z^0。存在一个名义缴费率与中央政府稽核力量资源的分配组合 {τ ̃,x0*,x1*}，可以使得资源

分配达到最优。

综合来看，本文中的“最优区域社会保障协调模式”本质包含完全对应的四个理论视角 ：

第一，这是一个“最优费率差理论”，即存在一个和工资差异相关的最优的地区缴费率差异；第二，

“最优调剂理论”，中央计划者可以通过调整高收入地区向低收入地区调拨的社会保障基金或通

过一个“故乡税”设计来实现福利最大化 ；第三，“最优流动理论”，高收入地区缴费率和低收

入地区缴费率达到最优缴费率差时，也相应存在一个最优迁移门槛值和最优的流动规模；第四，

“最优稽核理论”，中央政府稽核力量更多分配到高收入地区，会提高这些地区的实际缴费率，

相对降低低收入地区的实际缴费率，使得两地名义缴费率相同时在实际缴费率上维持最优。 

（六）公平—效率权衡下的社会福利函数

在定理 1-3 的讨论中，只考虑了不同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对效率的影响，为了更为全面

地分析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的福利效果，假设中央计划者既关注效率，也考虑区域公平性，

新的社会福利函数𝑆𝑊� 取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权衡 ：

𝑆𝑊� = 𝑙𝑛(𝑆𝑊) + 𝜙 ⋅ 𝐺  （19）

其中 SW 仍为帕累托效率，表示社会福利中会多大程度上考虑各个地区个体的实际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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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公式（14）中的社会福利函数，也是社会可以进行分配的总收入 ；G 指公平，表示追求

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中央计划者会多大程度上在意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总收入的差异。公平指标

G=V0/V1，是地区 0 的劳动者与地区 1 的劳动者的效用比，在拟线性效用函数下也是一种收入比。

参数 ϕ 指“公平—效率转换比”，定义为 ： ϕ=∆ln(SW)/∆G,ϕ ∈ [0, ∞ )。“公平—效率转换比”作

为半弹性意为 ：中央计划者为了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公平提升，愿意放弃百分之几的社会总收入。

五、参数识别与数据匹配

（一）参数识别方法

为了更简洁地阐释基本思想以及避免不平等测度的复杂性，本文采用了一个两地区模型，

与这一模型设定保持一致，对于工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本文假设其为模型中的地

区 1，而全国为地区 0。反之，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设为模型中的地区 0，而全国作为地区 1。

假设迁移成本服从一个常用的指数分布 F(t)=1-e-λt)，参数 λ=F' (t)/[1-F(t)] 代表迁移率，衡量了

劳动力流动对工资差异的敏感性。λ 越大，则两地工资差异引发的人口流动规模越大。定义一

个代表人口流动的度量指标 Mi。αi 为标准化后的工资。αi<0 意味着工资水平低于全国，对应的

Mi=-F(τ̃i)<0，是流出地。反之工资水平高于全国， αi>0，Mi=F(τ̃i)>0，是流入地。Mi 的均值为 0，

本身是中心化的指标。下面就通过实际数据来校准模型，识别相关参数。

模型中的外生参数包括 ：地区 1 与地区 0 的工资差异 αi，利率 1+r，人口增长率 1+n，工

资增长率 1+g，养老金替代率 δ，劳动力流动对工资的敏感度 λ，养老金替代率与工资的挂钩程

度 ω 和地区调剂金规模 d。各地区工资水平数据 αi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城镇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并做了标准化。利率 1+r 不影响本文主要变量的关系，参照银行利率和既往文献中世代

交叠模型的利率水平，将其设定在 2.5。这意味着一个世代长度为 25 年，则年度利率为 3.73%。

模型中参数 1+n、1+g 和 δ 可以根据既往研究资料确定。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的统计公报，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参保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人数比为 2.533。本文将 1+n

也设定为 2.5。既往研究（张熠等，2020）将养老金退休前工资替代率 δ 设定在 0.7。本文也将

δ 设定在 0.7。将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离退休人员数量相除可以获得人均养老金待遇，并进一

步除以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可以获得全国层面平均工资替代率 δA，约为 0.42。根据这两个替

代率的定义，δA=po/wo·wo/wy=δ/(1+g)，这意味着 1+g=0.7/0.42=1.667。进一步令 τ̅代表全国平均

的缴费率，计算得 τ̅=δ/[(1+n)(1+g)]=16.8%。无论 1+g 还是 τ̅都与实际数据非常接近。例如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我国城市年轻劳动者（20 ～ 49 岁）与老年劳动者（50 岁以上）

工资比值为 1.472，这可以近似看作是 1+g。而根据 2017 年全国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与城镇在岗

职工工资之比得到的实际缴费率为 17.5%，也与 τ̅极为接近。因而 1+n、1+g 和 δ 都可以和实际

数据保持高度一致。

本文采用矩匹配方法来识别模型中最关键的参数集 Ω=[λ,ω,d]'，即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敏感

度 λ、替代率与工资的挂钩程度 ω 以及地区调剂金规模 d。本文选取了三个地区变量与工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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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来构建矩条件。三个变量分别为本身已中心化的劳动力流动指标 Mi，中心化后的养老

金平均工资替代率 δÃ,i 以及相对缴费率水平 τ̃i，δÃ,i=(δÃ,i-δA)/δA，τ̃i=(τi-τ̃)/τ̃。令 Z=[Mi,δÃ,i,τ̃i]'，令

X=[1,αi]'，可以做简约回归：Z=X·β+ϵ，ϵi 为随机误差项，E[ϵi]=0。αi 对应的回归系数为 [β1,β2,β3]'。

在模型中，劳动力流动规模 Mi 与相对工资 αi 之间的关系主要由参数 λ 来控制，因此 β1 可以用

来推断 λ 的取值。养老金待遇与工资的挂钩程度 ω 决定了各地养老金平均工资替代率 δÃ,i 与相

对工资 αi 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根据 β2 来推断 ω 的取值。各个地区相对缴费率 τ ̃i 与相对工资

αi 的回归系数与调剂金规模密切相关，加大调剂金规模，劳动力流入地缴费率降低，流出地缴

费率上升，因而 β3 可用来推断 d 的取值。可以通过最小化目标函数 Γ(Ω)=g(Ω,Z,X)' g(Ω,Z,X)

来识别各个参数，g(Ω,Z,X) 为简约模型中获得的回归系数 [β1,β2,β3]' 与模拟数据中的回归系

数的差值。由于矩条件与参数的数目相等，为恰好识别，所以在最优的参数集 Ω* 上可以使

Γ(Ω*)=0。

（二）数据来源与矩条件

劳动力流动规模指标Mi 的计算主要借鉴了Hanson & McIntosh（2010）、张熠和陶旭辉（2022）

论文中的方法，Mi 数值越大，表明年轻人流入越多。中心化的相对缴费率差异水平 τ ̃i 按照各省

每一年的实际缴费率与当年全国平均的实际缴费率的差再除以全国平均实际缴费率计算得到，

其中实际缴费率 = 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 /（参保人数 × 平均工资）。各地养老金平均工资替

代率 δA,i，根据各省人均养老金待遇除以城镇在岗职工人均工资计算得到，人均养老金待遇则

由各省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除以离退休职工人数计算得到。赡养负担Di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采用参保的离退休人员与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之比（表 2）。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内容 年份 样本 均值 25% 50% 75%

制度内赡养率 2000—2019 600 0.390 0.320 0.390 0.450

工资差异 2000—2019 600 0.000 -0.163 -0.063 0.113

劳动力流动指标 2000—2019 600 0.000 -0.120 -0.016 0.074

缴费率差异 2011—2017 217 0.000 -0.216 -0.037 0.125

替代率 2011—2017 217 0.000 -0.200 -0.061 0.114

赡养负担 2011—2017 217 0.390 0.320 0.390 0.450

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亿元） 2011—2017 217 695.538 269.970 494.980 963.030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亿元） 2011—2017 217 756.602 320.457 609.943 1028.314

离退休人数（万人） 2011—2017 217 281.705 143.798 236.452 416.333

参保人数（万人） 2011—2017 217 817.717 332.500 578.400 1020.000

注：征缴收入用于匹配的数据区间为2011-2017年，其中2016年采用插值法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以及《中国养
老金精算报告》。广东省、河南省2001年制度内赡养率数据有缺失，我们采用了均值插值法补齐。在实际数据和模拟数据的匹配中之所以
仅采用2011-2017年的数据是因为2010年之后我国开始加大对养老保险的补贴力度，数据也更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形。其中工资差异、劳动力
流动指标、实际缴费率差异以及替代率均是中心化后的结果。其中，工资差异=（各省每一年的工资水平-各年的全国平均工资）/各年份全
国平均工资。

我们采用另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是直接用实际城市常住人口支持比除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比得到M^i，结果也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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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指标 Mi、养老金平均工资替代率 δÃ,i 和相对缴费率水平 τ̃i 这三个变量与工资 αi

的简约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3 个矩条件 [β1 β2 β3]'=[0.531-0.822-1.145]'。实际数据与模拟数据获

得的矩条件值可以完全匹配，即 Γ(Ω*)=0，校准得到的参数值如表 3 所示。

表3 参数校准情况

参数 描述 取值 参数 描述 取值

1+n 人口增长率 2.5000 1+r 利率 2.5000

1+g 工资增长率 1.6770 λ 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敏感性 0.6584

δ 养老金退休前工资替代率 0.7000 ω 养老金待遇工资挂钩系数 0.1775

δA 养老金平均工资替代率 0. 4200 d 调剂金规模系数 0.0476

（三）数据匹配情况

为了判定参数的合理性和模型的解释力，我们采用的检验方法是对照模型模拟数据与实际

数据。图 1 为模型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对比情况，其中实际数据以箱体散点图形式展示，图

中小方块代表了模拟得到的数据。根据图1，校准后的理论模型生成的数据与现实数据比较一致。

如图 1（a）所示，图中横轴为各地区中心化后的工资 αi，而纵轴为劳动力流入规模 Mi。

从图中可以看到，实际数据表明，收入相对更高的地区会有更多的劳动力流入，二者呈现非常

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模型模拟的数据也完全在实际数据的置信区间内，这意味着模型模拟的

数据可以很好地内生出工资差异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相关关系。

图 1（b）中横轴仍为中心化后的地区相对工资 αi，纵轴为中心化后的养老金平均工资替代

率 δÃ,i。图中圆点为实际的中心化后的各地养老金平均工资替代率。工资越高的地区，养老金

平均工资替代率越低，两者相关系数为 -0.822。这一系数接近于 -1，说明养老金待遇和工资仅

有微弱的挂钩。而小方形点为模型模拟的养老金平均工资替代率。从图中可以看到，模拟数据

可以很好地定量拟合这种负相关关系，所有拟合数据都在置信区间内。

根据定理 1，效率最优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应当满足 (τi-τ̅ )/τ̅  =-αi。缴费率与工资的弹性应当

接近 -1，这时才能实现效率最优。图 1（c）中显示，纵轴代表的中心化后的相对缴费率水平 τ̅ i， 

与横轴表示的地区相对工资 αi，呈显著的反相关关系。根据 2011-2017 年数据发现，两者的回

归系数为 -1.145，但是 Wald 检验显示不能拒绝为 -1。这意味着从这段时间平均情况来看，我

国非常接近于效率最优的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理论模拟数据也全部在置信区间内，表明理

论模型可以内生出各地缴费率与工资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在参数估计中并没有使用制度内赡养率的相关信息。然而，根据理论预测，工资水平越高

的地区，人口流入越多，制度内赡养率应当越低。图 1（d）展示了各地区相对工资水平 αi 与

制度内赡养率 Di 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两者的确呈显著的反相关关系。而且无论从绝对水平

还是斜率来看，模型预测的制度内赡养率与实际数据都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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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事实分析与政策实验

利用反事实分析方法，通过调整模型的参数，我们可以分析诸如地区间工资差异以及老龄

化、少子化、迁移率等对效率最优调剂金规模的影响。

根据公式（18）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效率最优的调剂规模主要取决于地区间工资差异 α、

赡养负担 θ 和迁移率 λ 三个参数的变化。模型中参数 α 越大，代表地区间工资差异越大。赡养

负担 θ 与人口赡养率 1/(1+n) 密切相关。在老龄化和少子化加剧时，模型中代表人口赡养率的

参数 1/(1+n) 上升或抚养比 1+n 下降，带动 θ 上升。模型中迁移率参数 λ 上升，代表迁移中“摩

擦力”下降，流动规模上升。反之诸如就地就业等政策则会导致迁移中“摩擦力”上升，参数

λ 下降。

根据理论预测，为达到效率最优所需要的调剂金规模 d* 应与工资差异参数 α、赡养负担参

数 1/(1+n) 以及迁移函数中参数 λ 正相关，而与抚养比 1+n 反相关。原因在于 ：当工资差异 α

增加时，流入地的吸引力增强，流动规模加大，地区间制度内赡养率差异扩大，为了防止流出

地陷入恶性循环，有必要加大调剂力度 ；当各地老龄化、少子化和赡养负担较严重时，θ 增大，

迁移人口对各地缴费率的影响或者说外部性更大，因此越需要加大调剂力度 ；当 λ 上升时，迁

移中“摩擦力”下降，人口流动规模更大，各地的缴费率差异也会变大，因而调剂力度也要相

应地增加。这些理论猜测在反事实分析中均得到了验证。调剂力度与工资差异 α、赡养率 1/(1+n)

以及迁移率 λ 正相关，而与抚养比 1+n 负相关。

图1 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的拟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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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反事实分析的结果，越是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或区域间人口流动规模越大，

越需要加大养老保险体系跨统筹区域的调剂力度，强调经济大省或人口流入大省的财政转移支

付责任，并且流动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应更加重视“就地就近就业”。

六、公平和效率的权衡

这一节重点分析不同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对应的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关系是怎么样的， 

“公平—效率”转换比是多少，以及现阶段我国处于何种位置。

（一）公平—效率转换的前沿边界

根据数据，我国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平均工资比为 1.379，因而将两地区模型中相对工资

α 设定为 0.379，再根据上一节校准得到的各项参数，可以绘制出如图 2 中的这条弧线，即“公

平—效率”前沿边界。图 2 中横轴为帕累托效率，我们用各种模式相对于“效率最优调剂模式”

的等价收入来代表。纵轴则是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效用比值，代表了公平性。由于采用拟线性效

用函数，这一比值实际上也是两地的收入比值。图中方点线为代表社会福利水平的无差异曲线，

越靠近右上方的无差异曲线代表效率和公平性表现更好，社会福利水平更高。根据图 2 可以发现：

图2 实际数据下的公平—效率可行性边界

第一，“公平—效率前沿边界”形态高度类似于“马科维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中的前沿

边界。“区域独立模式”位于图中 A 点，人口流动规模最大，但公平性表现欠佳，也缺乏效率。

从 A 点开始，沿着前沿边界移动，到达弧线的顶点 O 点——效率最优的“相互调剂模式”，这

一段为“无效边界”，作为理性的政府不应当让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停留在这一段。在这一段，

通过加大调剂力度或者如“故乡税”这类区域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减少人口流动规模，提高中

央对流入地区的稽核力度，推动流出地缴费率降低，增加流入地缴费率，不仅有助于促进公平，

甚至也将增进效率。从 O 点开始，如果继续实行上述政策，才会进入 O 点以上的“有效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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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政府才会面临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问题。“全国统一模式”也只是有效前沿边界上的

一个点，即 E 点。任何一个模式都不天然就是社会福利最优的模式，最优模式应该是无差异曲

线与有效前沿边界的切点。

第二，过去十多年中，我国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逐渐从无效前沿边界过渡到了有效前沿

边界上。图 2 中前沿边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都对应于一个中心化的实际缴费率

τ̃i 与相对工资 αi 的回归系数。如理论模型中所阐释的，这一系数越低，则区域不平衡性越大。

在“效率最优调剂模式”下，这一系数应为 -1。因此，利用这一回归系数就可以对我国现实中

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的情况和变化路径进行定位。根据实际数据发现，2011 年，“工资—缴

费率系数”为 -1.577，对应于图 2 中的 B 点，完全处于无效前沿边界上。从 2011-2017 年“工资—

缴费率系数”为 -1.145，不能拒绝为 -1。这一系数对应于图 2 中的 C 点，十分接近效率最优的

O 点，但是对公平性的考量不足。2017 年这一回归系数已经回升到 -0.468，对应于图 2 中的 D

点。Wald 检验显著拒绝了 -1（P 值 0.0317）。这表明目前我国已经摆脱了无效前沿边界段，正

沿着有效前沿边界向更具公平性的区域协调模式迈进。根据理论，在“全国统一模式”对应的

E 点，“工资—缴费率系数”为 0，即无论收入水平如何，各地缴费率都是相同的。通过数据发

现，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随着我国许多省份开始出现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

支的情形，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加大对各地社保基金的财政补贴力度 ；近年来人口流动规模开

始趋于平缓。

第三，有效前沿边界极为陡峭，“公平—效率“转换比极高。如在 E 点“全国统一模式”

上，ϕ=0.0135，这说明低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效用比或收入比上升 1 个百分点，效率仅仅损

失 0.0135%。也就是说，除非有别的机制造成大量效率损失，或者政府极端地追求效率，否则

“全国统一模式”远优于“区域独立模式”以及“相互调剂模式”，中央政府甚至可以进一步要

求人口流入地区承担更高的缴费负担。这一发现验证了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走向全国统筹的

福利意义。那么为什么“公平 - 效率转换比” 如此之高呢？下面作详细的理论解释。

（二）“公平—效率转换比”极高的原因

本文模型中效率的提升来自人口迁移或劳动力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但是迁移与否是劳动

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做出的内生选择。公共政策的变化仅能影响到迁移成本在迁移收益门槛值附

近的劳动者。根据包络定理，这些群体迁移还是不迁移的效用水平差异很小。然而，哪怕流动

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只是略微超过了迁移成本，个体也会选择离开。但是这却导致流出地失去了

这名劳动者所有社会保障缴费，引发了流入地和流出地相对收入巨大的变动。也就是说，个人

在迁移决策中并没有将对流出地赡养率和社保基金的“负外部性”考虑在内。众所周知，在存

在外部性时，一项选择决策对个人的影响和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会变得不在同一数量级，最

典型的例子是“菜单成本理论”。为了更好说明这一点，我们采用第二节中的数值示例作进一

步说明。

例如内生劳动时间后，高收入地区维持高缴费率造成更强的劳动力扭曲，不可否认这些机制会一定程度甚至很大程度影响我们计算出的
“公平-效率转化比”，但结合理论解释就可发现，这并不影响本文主要的机制和定性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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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1 中，在效率最优调剂制度下，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缴费率分别为 26.0% 和 17.3%，

劳动者在低收入地区实发工资为 10000 元，高收入地区为 15000 元，扣除税费后实发工资分别

为 7400 元和 12400 元。假设一个劳动者，迁移收益和迁移成本都等于 5000 元（12400-7400），

这时迁移没有额外收益。假设他的迁移成本突然下降了 100 元，为 4900 元。这时劳动者迁移

有利可图，对于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来说，迁移会带来了数量为 100 元的效率提升。然而，迁出

的劳动者带走了全部缴费，让低收入地区大约损失了 2600 元（10000×26.0%）的基金收入，

而高收入地区获得了 2600 元（15000×17.33%）。两地区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了 5200 元，“公平—

效率“转换比达到 0.0192%（100/5200）。显然，这一交换比与图 2 中的交换比完全在同一个数

量级，且均非常高。

从图 2 中“现实基准”的 C 点到“全国统一模式”对应的 E 点的过程中，效率损失很小、

公平性提升很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流动规模下降以及调剂金需求的提升幅度都比较

大。模拟表明前者下降幅度为 11.64%，后者增加幅度为 66.78%。也就是说，要达成一个更具

区域平衡性的结果，仍然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实现。

七、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基于劳动力流动理论，通过模型和实证数据分析了“区域独立”“全国统一”“相互调

剂”三种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的社会福利效果，探讨如何优化区域协调模式设计。

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社会保障体系可能会成为人口流动的“加速器”，

导致人口流出地基金收支恶化和缴费率持续升高，这反过来降低了流出地的实际工资水平，进

而导致更多的人口流出。第二，仅就效率而言，无论“区域独立模式”还是“全国统一模式”

都不是最优的，前者缺乏区域间调剂，导致了人口过度流动、各地费率差异过大等问题，后者

则恰好相反，或者说前者引发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负外部性”问题，而后者导致“正外部性”

问题。存在一个“相互调剂模式”和“故乡税模式”可以消除外部性，实现帕累托效率最优。

第三，如果考虑到区域公平性，我们发现了一个关于“公平—效率权衡”的前沿边界。这一边

界与“马科维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中的前沿边界高度类似，其中从“区域独立模式”到效率

最优的“相互调剂模式”这一段为“无效前沿边界”。此时政府提高区域调剂力度，降低流出

地缴费率，减少人口流动规模，加大对流入地的稽核，不仅能够促进公平，而且可以提高效率。

而从效率最优的“相互调剂模式”开始则进入到了“有效前沿边界”，如果进一步采取提高调

剂力度等措施，仍可以提高区域公平性，但会付出效率损失的代价。第四，数据显示，我国一

度处于“无效前沿边界”上，随着近年来财政补贴和调剂力度的增大，已经接近于效率最优的

“相互调剂模式”，开始进入到“有效前沿边界”上。第五，我们发现“有效前沿边界”出乎意

料的陡峭，“公平—效率”转换比极高，也就是说只需要牺牲很少的效率，就可以换得极大幅

度的区域公平性提升。这是因为个人的迁移决策并没有将对流出地赡养负担的“负外部性”考

虑在内，哪怕迁移边际收益略微超过迁移成本，都会导致劳动者流动，但让流出地损失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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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全部的社会保障缴费。

本文理论研究的结论和政策启示与既往研究截然不同，关键在于本文预先假设经济体中兼

有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同时存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将收入从前者转移支付给后者。这一体系的

引入导致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成立的条件并不必然满足。因而，既往研究在分析人口流动时认

为人口自由流动促进了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有利于区域均等化。同时还认为社会保障体

系会阻碍人口流动。然而本文认为反而应当注意社会保障体系乃至财政体系对人口流动的“加

速器”作用。由于各地对年轻劳动力的争夺以及在缴费率上的“逐底竞争”，人口流出地将陷入“年

轻人口流出—赡养负担加重—缴费上升—收入下降—人口进一步流出”的恶性循环，从而损害

区域公平。因而本文认为，如果经济体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资源从劳动者转

移支付给非劳动者，这时流动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应当通过加大区域调剂力度，推动全国统筹，

同时中央政府加大对人口流入地的稽核力度，缩小各个地区的名义和实际缴费率差，拓宽就地

就业渠道来防止人口过度流动，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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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健康

政策工具视角下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分析 
——以上海市为例

高 瑜，张晟杰，曾佳恒 

（上海财经大学体育教学部，上海，200433）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人民经济水平迅速增长，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与之发展

不相称的是我国国民的体质水平，尤其是将来作为社会主义主力军和接班人的青少年体质更令

人担忧。历年来国家组织的六次全国学生的体质健康调研和三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青少

年的营养水平和形态指标持续增长，但肺活量、速度、耐力、力量等体能却在持续下降，超肥

胖学生的比例迅速增加，近视率居高不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

关心体育工作，关心广大青少年健康。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青少年健康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学校体育工作呈现出新

的面貌。从 2014 年 10 月 20 日《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到 2016 年

6 月 15 日《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 )》，再到 2016 年 10 月 25 日《“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体现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健康。近年来，我国相继制定了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高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等若干政策性文件，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体育课程标准实施等

关键环节有了制度依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把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经

过不懈努力，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有些指标出现好转。同时我国

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体系已基本确立，以党中央、国务院为主导，教育部、体总、卫生部等其

他部委为政策制定主体，共青团等其他中央部门作为辅助补充，整个治理体系变得更为多元与

丰富。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攻坚时期。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

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始终坚持党

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把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坚持改革创新，持续扩大教育开放，实现了教育先一步、高一层发展，

教育现代化总体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教育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国家和上海城市发展全局中

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一环，近代的上海学校体育不管在价值观念 , 还

是在实践运作上 , 都有其独特之处 , 具有无法比拟的示范性与优势度。距离“十二五”时期已

过去十二年，本文通过对 2010 年来上海市政府干预下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的梳理与总结，结

合多源流理论分析，透过政策变迁的表象，摸索政策在其发展过程的规律，探讨我国青少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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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健康治理变迁的动力，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制定部门提供参考，为优化我国青少年体

质健康治理提供建议。

一、研究综述

青少年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发展的时代使命，提高其体质健康，是实现“中国梦”

的重要基石。2021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公布的第 8 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相关调研数据显示，

全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 23.8%，总体呈上升趋势。对照 2019 年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到 2022 年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分别达

到 50% 及以上，以及到 2030 年实现 60% 及以上的目标，未来在全面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道

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青少年体质健康政府干预探索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时，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新行政管理改革”运动，美国政府在“新保守主义”

的自由原则下不断弱化对社会治理的干预，鼓励社会力量与政府联合，以志愿精神推动社会问

题的解决（张晓虎，2017）。此时，Bronfenbremer（2021）提出的社会生态学理论逐渐应用于

健康促进行为的研究，揭示了健康行为治理的复杂性和跨界性。1980 年，美国联邦政府在世界

卫生组织《阿拉木图宣言》《渥太华宪章》的精神鼓舞下，决定将卫生事业的重点由治疗向预

防转移，开启了第 1 个十年为周期的国家健康战略（Rew，2006）。从结构上来看，健康战略

指标涵盖了所有健康促进社会决定因素，表明健康治理需要政府干预。其中身体活动作为健康

促进的关键，是治理重点（Burke，2014）。

（二）青少年体质健康政府干预形成阶段

美国在 2008 年发布了第一个《身体活动指南》（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全面综述了

运动的健康效益，并按不同年龄段和人群指明了保持健康、减少慢性疾病患病风险应进行的身

体活动类型、时间及频次。针对 6~17 岁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详细列举了身体活动目标及对

应项目。2018 年发布了第二版《身体活动指南》发布了身体活动健康效益的新发现，并分别以

4 岁幼儿、11 岁儿童、16 岁青少年为例，列举了一周体育锻炼的方式及时间安排，进一步提升

了《指南》的操作性。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仅依靠政府单一主体难以

实现《指南》目标，于是美国选择了公私合作之路。2007 年，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的资助下

成立了由从事身体活动研究的科研人员、CDC 工作人员以及美国心脏协会、美国运动医学学院、

美国癌症协会代表组成的统筹委员会，确定了《美国身体活动计划》（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lan）的愿景、任务、目标和研制流程（Weyant，2007）。此时，政府不再是权威控制者、驱动者，

而只是重要的参与者（Shastri，2019）。

学校是青少年的学习场所，也是健康治理的重要阵地。为了整合并开发潜在的校本资源，

实现《计划》教育领域在全国普及推广 CSPAP 的要求，美国 CDC 与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

综合前期实践，于 2013 年底正式发布“CSPAP 项目”并在全国推广（McAnarney，201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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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围绕《指南》建议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目标，通过“高质量”的体育课堂教学，步行或骑

车到学校，课间在教室进行伸展、原地踏步、空手跳绳、半蹲后抱膝，将跑圈、跳跃等活动嵌

入其他课程等途径，最大限度地增加学生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身体活动机会。为实现全员参

与式治理，《CSPAP 学校实施指南》规划了角色定义及分工，引导建立学校—家庭—社区合作

治理网络。

（三）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府干预研究

王庚勇（2013）梳理分析我国从新中国建国开始各个历史时期关于促进青少年学生体质教

育的相关政策，指出我国关于青少年学生体育教育方面的促进政策存在颇多不足之处，并将青

少年体质健康政府干预治理划分为四个阶段，逐一探讨每一阶段的促进政策所带来的成效以及

其特征、目的等。刘红（2015）以中日两国学生的体质健康数据为基础，并进行比较研究，她

指出，我国应加大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的立法建设，同时强化法律法规执行与监督工作，此外

还可以通过建立健康促进示范点等形式，加强社会、家庭以及学校三者的协同，来促进我国青

少年儿童的体质健康发展。周冬（2015）回顾了英国青少年体育政策，总结其经验，认为我国

青少年体育要加强资金保障和保证组织创新。

（四）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分析研究

国内有关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运用描述统计、逻辑分析、阶段列举和框

架搭建等方法，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进行解读。具体而言，一是以时间为线、文本为点，

整体呈现政策的发展历程与关键事件，分析政策变迁的问题、逻辑及演变趋势。然而，这种系

统的历程分析与阶段划分，对研究者本领域知识的把握程度要求较高，研究结论主要是基于研

究者已有的知识积累。二是将政策文本置于政策执行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探讨政策的问题、镜鉴、

转向、对策及影响因素。三是运用对比分析法将国内外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进行比较，着重于

域外政策经验的移植与发展，但未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处理。四是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青

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文本特征。这种方法增加了数据统计，不足之处在于相关的政策文本量化

研究较少，且对于统计指标的选择依据较为模糊。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通过理论推导和演绎的基础，通过对搜集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比较、演绎和归纳，

以期较为全面把握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实践进展状况。因此本研究利用 CSSCI 中文

核心检索数据库，Webof Science 等外文数据库检索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与资料，为本研究实证

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基础。

（二）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对文本内容进行挖掘和分析

时，完成分析类目的确定、条目的编码和统计，通过对不同类别的统计和分析，实现定性数据



　 ·  23  · 　人口信息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51 期）

的定量化。通过对于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能够揭示随意观察文本时难以发掘的信息。本研究通

过借助文本内容分析法，对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进行了精确的剖析，

为优化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路径选择提供依据。同时，本文运用 Nvivo11.0 质性分析软件

进行辅助分析，具体的操作步骤为 :(1) 建立新项目，将核对无误、统一顺序的政策文本导入

Nvivo 软件。(2) 按照政策划分维度对政策文本条目进行三级编码。(3) 对子节点进行归类，与

树状节点相互对照，将重复的子节点进行合并，并对各子节点的排列顺序进行调整。

（三）定量分析法

定量分析法是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常用的定量

分析法有数据统计分析、模型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法等。本文对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工

具和政策目标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路径进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在微观分析中具有优势，便于认

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演变机理。

三、上海市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基本特征分析

本文所选择的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北大法宝数据库、

国务院政策文件库、上海市各级政府部门门户网站。

首先，在上述数据库中，检索文本中输入“青少年体质健康”、“青少年健康”、“学校体育”、

“校园体育”、“体育课”等关键词的政策法规，通过人工的方法对 201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全文下载，共得到政策 628 份。在此基础上，本

文对确定的 628 份涉及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的发布年份与发布部门等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并

构建数据库。由于篇幅有限，文中按照时间序列展示部分政策文本如表 1 所示。

表1 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表

序号 发布日期 发文机关 标题

1 2010 宝山区 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

2 2010 静安区 静安区体育局 2010 年工作总结和 2011 年工作 打算

... ... ... ...

627 2022 松江区 关于《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热点问题解读

628 2022 长宁区 长宁区 2022 政府工作报告

政策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府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某一问题的重视。随着社

会不断进步，政府执政理念也在发生着转变，政策文本是政府执政理念的具体文字表现，因此

可以通过分析政策文本的数量，以进一步明确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过程。

通过政策文本的发布数量统计（如图 1）可以发现 ：第一，2010 年以来上海市青少年体质

健康政策数量虽然在不同年份有着上下波动，但总体上仍然表现为螺旋式上升趋势 ；第二，政

策数量在 2011 年 -2012 年和 2016 年 -2017 年出现了政府发布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的峰值，

共计 276 份，占政策文本总量的 43.7%。其中 2011-2012 年政府发布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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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35 份，占政策文本总量的 21.4%。2016-2017 年政府发布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共

计 141 份，占政策文本总量的 22.3%。

图1 2010-2022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发文数量统计（份）

具体有以下几点表现 ：一是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印发《切实保

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的通知，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2011 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

再次强调“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二是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该文件是

由中共中央联合国务院制定并发布，是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从顶层设计的

角度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积极的指引与指示作用。随后，在国家

政策的指引下，各政府加大了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关注度。党中央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认识更

加深入，认识到青少年体质健康复杂性的特点，必须加强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干预。因此，政

府发布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数量增加，且在 2017 年政策数量达到顶峰。

第一阶段——快速发展期（2011-2015 年）

2011-2015 年，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数量较第一阶段数量增多，总计为 264 份。总体上看，

该阶段政策数量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特别是 2011 年之后。该阶段的上升与教育部发布教育

部关于印发《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的通知有关。该阶段对青少

年体质健康的认识逐渐加深，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制定开始全面化。

第二阶段——迅猛增长期（2016-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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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学校作为连接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桥梁，

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6-2021 年，青少年体质健康为上海市各区政府

关注的焦点，政策文本数量达到 336 份，仅 2016 年出台的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数量就多

达到 77 份，该阶段上海市各区政府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认识更加成熟，认识到其复杂性的特

点（见图 2）。

图2 2010-2022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三阶段划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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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工具维度量化分析

在相应的政策环境下，政策工具是政府为解决政策问题、推行政策方案、实现政策目标等

采用的政策方法和手段（迈克尔·豪利特，2006）。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政策工具有诸多分类，

其中英国公共政策学者 Rothwell 和 Zegveld 根据政策工具的产生着力面及影响领域，将其划

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类，每种类型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具体的政策工具 (Rothwell 和

Zegveld，1984), 这种分类方式能够较好地揭示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本文主要以

罗伊 · 罗斯威尔（Roy Rothwell）和沃尔科 · 泽哥菲尔德（Walter Zegvelad）的政策工具分类思

想作为依托，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工具分为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

型政策工具三种。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需求型

政策发挥着拉动作用，而环境型政策工具则发挥着间接影响的作用。

1. 供给型政策工具

供给面政策工具主要是政府和学校等相关部门通过完善体育科学研究、营造体育文化氛围

等公共服务手段，辅以体育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信息技术支持，以及课堂教学、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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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竞赛、教师培养等一系列措施，丰富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要素供给，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

发展。

2. 需求型政策工具

需求面政策工具则是通过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购买公共服务、健全体育运动风险防范机

制、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计划等措施，为学生提供安全可靠的体育运动平台和保障机制，激发

学生体育运动参与的动机和热情，促进学生自主参与、自我发展。

3. 环境型政策工具

环境面政策工具将制定标准和健全组织等目标规划方法、优化青少年体育投资融资引导等

金融支持方案、完善和强化考核激励机制等法规管理手段、探索课内外体育活动一体化等策略

性措施，通过标准、规划、监管等外部因素对学校体育施加影响，其影响效果并不直接显现，

而是通过供给面和需求面政策工具间接作用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发展。

（二）政策工具的量化分析

本研究按照确定的分析类目对 628 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将分析单元归类到相应的分析类

目中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形成政策工具编码汇总表，详见表 2。由于篇幅有限，工具的条文编

码只呈现部分。

表2 政策工具编码汇总表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编码 小计 百分比 合计

供给型 公共服务 5-211、9-211……626-211 66 7.5% 59.7%

课堂教学 7-212、23-212……621-212 36 4.1%

课外活动 185-213、345-213……580-213 60 6.8%

体育竞赛 2-214、6-214……604-214 77 8.7%

教师培养 13-215、16-215……618-215 143 16.3%

设施建设 13-216、39-216……625-216 60 6.8%

资金投入 14-217、53-217……617-217 51 5.8%

技术支持 2-218、4-218……626-218 33 3.7%

需求型 公共服务购买 1-221、2-221……628-221 158 18.0% 19.9%

法规管理 65-222、137-222……589-222 17 1.9%

环境型 目标规划 13-231、14-231……622-231 120 13.6% 19.9%

策略性措施 14-232、42-232……622-232 56 6.3%

上海市各区青少年政策同时使用了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类政策工具，共覆盖 12 项

具体工具，政策工具的综合多维使用为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显著成效提供了全面的政策支持，

但政策工具的整体应用存在不大均衡的现象（见图 3）。在三类政策工具中，供给型政策应用次

数最多，共 526 条，占总政策条目数量的 59.7%，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次数

次之，占比 19.9%。主要包括以下两点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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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多，其内部各项政策工具的分布不均衡。进一步表明上海市

青少年体质健康处于发展阶段，对教师培养尤为重视。从供给型政策工具内部数据呈现可知教

师培养备受重视，占供给型政策工具总量的 27.3% ；体育竞赛和公共服务这两类工具使用次数

比较合理，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分别占比 14.5% 和 12.5% ；课堂教学和技术支持这两类工具使

用较少，总共占比为 7.8%。

第二，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应用相对适中，各有 176 条政策条款，占比

19.9%。该类政策工具对上海市各区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相比于供给型政策工具还处于一个

较弱的位置，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作用不足，暂未充分发挥政府在青少年体质健康应有的作用，

这些方面有待加强。从需求型政策工具内部数据呈现可知，使用最频繁的为公共服务购买，占

比 90.4%。从环境型政策工具内部数据呈现可知，有关目标规划的应用比例较大，占环境型政

策条目数量的 68.3%。

（三）政策目标维度量化分析

政策目标是决策者希望通过政策的实施所要实现的效果与目的，不仅指决策者选择合适的

政策工具，而且也为后续的政策评估提供判断基准。政策目标的明确性、针对性、合理性、可

执行性和具体性等是保障良好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要素。本研究参考其他领域相关研究的基础

上，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目标进行分解，将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主要政策目标确定为增强

图3 各政策工具应用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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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建立完善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等 3 个方面 7 个子目

标（见表 3）。

从中外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实践来看，增强青少年体质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即体质达标。

长期以来，无论青少年体育工作还是学校卫生工作都秉承“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在众多政

策文本中体现了“健康提升”“身体健康”等相关表述。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包括提高教学水平、完善体育课程、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与促进科

技创新。加大资金投入两方面。根据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青少年体质健康的

致因具有复杂性， 因此此处“完善体育课程”关涉范围较广，从内容上而言，既包含体育课程，

也包含其他的身体活动、体力活动、卫生活动、教育活动等。

建立完善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加强评价监测，促进学校体育健康发展与增加政

府的开放度、透明度和包容度两个方面。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提升，政府在公共政策中设置

了很多相应的项目，如体育活动项目、营养改进活动、卫生环境改善等。2006 年，教育部、国

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联合启动的《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启动了“阳

光体育运动”成为学校体育改革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体育教学和活动开展的一面旗帜。由此

可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成为一段时期内资源聚集的重要方面。

表3 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 子目标

增强青少年体质 组织 ：精心组织实施体育活动。由体育总局和地方各级体育部门组织实施。各级体育部门应求
真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扎实做好规划实施工作。

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政府在青少年体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推进各级体育部门青少
年体育事权规范化、制度化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生态：提高教学水平、完善体育课程、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开发：促进科技创新、加大资金投入。建立稳定的青少年体育公共财政保障制度和增长机制

建立完善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监管：加强评价监测，促进学校体育健康发展、完善考试评价办法、加强体育教学质量监测

治理：增加政府的开放度、透明度和包容度，充分发挥“互联网＋”对青少年体育的推动作用

（四）政策目标的量化分析

本研究按照确定的分析类目对 628 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将分析单元归类到相应的分析类

目中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形成政策目标编码汇总表，详见表 4。由于篇幅有限，工具的条文编

码只呈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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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政策目标编码汇总表

目标类型 子目标 编码 小计 百分比 合计

增强青少年体质 组织：精心组织实施。本规划由体育总局和地方各级体
育部门组织实施。各级体育部门应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攻坚克难，扎实做好规划实施工作。

2-111、3-211……616-111 249 28.8% 43.2%

保障：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政府在青少年体育发展
中的主导作用、推进各级体育部门青少年体育事权规范
化、制度化

8-112、11-112……521-112 124 14.3%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生态：提高教学水平、完善体育课程、加强体育教师队
伍建设

2-121、6-121……523-121 111 12.8% 37.5%

开发：促进科技创新、加大资金投入。建立稳定的青少
年体育公共财政保障制度和增长机制

33-122、75-122……599-122 213 24.6%

建立完善的青少年体
育公共服务体系

监管：加强评价监测，促进学校体育健康发展、完善考
试评价办法、加强体育教学质量监测

39-131、46-131……625-131 83 9.6% 19.2%

治理：增加政府的开放度、透明度和包容度，充分发挥“互
联网＋”对青少年体育的推动作用

9-132、19-132……610-132 83 9.6%

上海市各区青少年政策主要包括增强青少年体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建立完善的青少

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三类政策目标，共覆盖 7 项具体目标。在三类政策目标中，增强青少年体

质为主要目标，共 373 条，占总政策条目数量的 43.2%，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次要目标，共

324 条，占比 37.5%，建立完善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次之，共 166 条，占比 19.2%。主

要包括以下两点分析结果 ：

第一，增强青少年体质是上海市各区政府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主要目标，占比为

43.2%。进一步表明上海市各区政府对个体发展的健康生活能力等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视。从政

策目标内部数据呈现可知增强青少年体质以组织并实施体育活动为主，占增强青少年体质政策

目标的 66.7% ；加强组织领导在增强青少年体质政策目标中占比较少，总共占比为 33.3%。

第二，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是上海市各区政府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次要目标，共有 324

条政策条款，占比 37.5%。该类政策目标相对于增强青少年体质政策目标处于一个较弱的位置，

但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将有利于政府在青少年体质健康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方面有待加强。从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政策目标内部数据呈现可知，提及最频繁的是提高教学水平、完善体育课

程，占比 65.7%，促进科技创新、加大资金投入政策目标次之，占条目数量的 34.3%。“提高教

学水平、完善体育课程”作为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中落实核心素养的关键环节，强调通过教师

教学方式和学生锻炼方式的转变，使学生获得健康知识与体育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

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第三，建立完善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政策目标共有 166 条政策条款，占比 19.2%。

从建立完善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政策目标内部数据呈现可知，加强评价监测，促进学校

体育健康发展和增加政府的开放度、透明度和包容度都较频繁被提及，分别占比 9.6% 和 9.6%。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从政策工具维度来看，上海市对于 3 种政策工具的使用均有涉及，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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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主要表现为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较高，需求侧政策工具以及环境侧政策工具使用不

足。与此同时，每一种政策工具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供给侧政策中，有关

体育教师培养、体育师资力量建设方面的政策较多，但像体育健康资金投入、体育健康技术支

持方面的政策则较少，不够平衡的供给侧政策分配会降低各个政策工具间的协同作用，不能使

得政策工具使用效率达到最高 ；同样，需求侧政策中法规建设方面较为缺失，环境型政策整体

有所不足。

从政策工具维度出发，可以看到上海市对于青少年健康的政策干预主要是通过颁布供给型

政策来实现的，以供给增加的形式来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提升，而对于需求型政策以及环境

型政策来说，二者对上海市各区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相比于供给型政策工具还处于一个较弱

的位置，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作用不足，政府暂未充分发挥这两类政策工具在促进青少年体质

健康方面的作用 ；与此同时，各项政策工具内部也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因此整体上来看，

上海市对于青少年健康的政策干预主要表现为 ：依靠供给政策推动，各类工具分配不均，结构

搭配有待改进。

2. 从政策目标维度来看，上海市对于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的政策目标主要有“增强青少年

体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及“建立完善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而从本文得出

的政策文本分析结果来看，目前上海市的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通过推动体育活动的组织以及教

学水平的提高来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是上海市各区政府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次要目标，政策目标相对于

增强青少年体质政策目标处于一个较弱的位置，但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将有利于政府在青少年

体质健康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方面有待加强。

而目前上海市以“建立完善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的政策占比较少，较少有

政策集中在青少年健康方面的监管以及治理，因此可见上海市围绕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还没有

形成完整的政策治理体系，仍旧存在空缺。

（二）政策建议

1. 改进政策工具搭配结构，提高政策协调效率

由本文得出的政策文本分析结果来看，上海市对于青少年健康的政府干预主要依靠供给政

策推动，各类工具分配不均，结构搭配有待改进。因此需要适当调整政策的具体使用结构，例

如在供给型政策中，提高体育健康资金投入、体育健康技术支持方面的政策，即要求上海市加

大在资金支持、技术支持等方面对于青少年健康的支持力度。通过提高政策工具搭配的合理性，

来进一步提升政策间的协调效率，增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上海市青少年健康

促进工作。

2. 提升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重

由统计结果可知，目前上海市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中供给侧政策工具使用的比重较高，而

需求侧政策以及环境型政策工具均使用较少。因此，上海市应逐步增加需求侧以及环境型政策

工具的使用频率，例如，制定更加明确、可衡量化的政策目标以及青少年健康促进计划，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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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地推动上海市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地开展，颁布更具体、更细化的法规制度来保障各项工

作的有序开展、监督以及改进工作，同时加大公共设施建设，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组织的

积极性，充分发挥需求侧政策工具的拉动作用以及环境侧政策工具的影响作用，共同推动上海

市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的进行。

3. 通过政策推动提高发展青少年健康促进事业的质量和效益

基于本文政策本文分析结论可知，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政策目标内部数据呈现来看，提

及最频繁的是提高教学水平、完善体育课程，而像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政策指向较少，

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也应该进一步颁布更多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青少年健康促进政策，

并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与财政倾向，推动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

4. 加强青少年健康方面的监管以及治理体系构建

上海市应制定更多目标可衡量化、结果可评价化的具体的监督政策来保障促进青少年健康

政策的有效执行开展，并且通过政策打造完整的监督治理体系，设立专门组织机构来负责整个

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的监督管理以及治理体系的构建，打造青少年健康促进治理生态，从法规、

制度、规章等层面来保障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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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228）。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的实践路径 
及推进策略 

杨燕国 1，汪晓赞 2，孔　琳 3 

（1.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 

2.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 

3.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州 51030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是在深刻总结和凝练我国学

校体育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解决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综合性战略发展体系。在

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历史关节点，探讨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发展战略，对推进

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和体育强国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近年来， “体教融

合”和“双减”政策的实施，不仅为推进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也在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下滑的趋势。然而，当前儿童青少年不断增长

的健康发展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实践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儿童

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不仅未得到切实解决，而且还产生了近视和肥胖率居高不下 等一系列新的

问题。面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方向，如何激发全社会的合力

共同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既是应对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时代呼吁，也是全面促进儿

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应有之举。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文本分析法，解析当前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现实困境，并以

多元联动为切入点，借鉴国外经验启示，提出新时代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多元联动

创新路径，为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参考。

一、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现实困境 

（一）政策执行效力软化致使体育健康促进的政策红利释放不均 

政策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动态发展过程，也是国家和政府进行治理的工具和手段（关

信平，2004）。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政策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程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但由于教育、体育、卫生等主体部门对政策的认识有所偏颇，甚至片

面解读和执行，造成政策执行主体在贯彻落实方面缺少“动力”，政策客体对政策实施的支持

度较低（易剑东等，2013），体育健康促进政策执行效力低下。另外，由于相对缺乏 “自上而下”

的政策约束机制以及“自下而上”的政策监督反馈机制，加之政府体育“元治理”的整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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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不高（柳鸣毅等，2018），只强调政策制定而相对忽视部门政策监管落实的做法（汪晓赞，

2021） ，使得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的相关政策在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方面产生错位，

使得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政策执行到政策效益的“回流” 出现停滞现象（张文鹏、王健，

2015），从而导致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政策红利释放不均。

（二）资源供需失衡导致体育健康促进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发展滞后 

儿童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是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校体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

的体育资源分配和体育活动供需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较为突出。首先，区域性公共体

育资源存量与增量速度发展差距，导致城乡区域性体育资源配置失衡（朱焱、于文谦，2020），

加之农村地区体育资源配置不均（熊禄全、向剑锋，2022）等问题，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体育

健康促进的发展。其次，以儿童青少年体育为主的学校体育资源“禁闭式”现象较为严重（周

结友等，2018）。学校体育制度不完善、体育活动开展不足以及教师体育支持缺乏等，致使学

校体育资源的需求与供给之间配置失衡（程文广等，2019），无法满足儿童青少年的健康需求。

另外，社区的体育氛围缺乏、场地资源配置不足等社区公共空间供需矛盾，缺少适合儿童青少

年参与的运动器材和体育比赛，导致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低下。最后，公共体育供给空间结

构不平衡，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下沉依旧不能满足儿童青少年公共体育服

务发展的需求（李帅帅等，2021）。体育资源供需结构失衡导致儿童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发展相对滞后。

（三）参与主体博弈分歧使得体育健康促进的多元协同效应弱化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是一项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效统合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

发挥学校主力军的作用，更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实际上，参与主体间的博弈分歧、责任

边界模糊、权责利益不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庭、社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一直以来，在以学校为主导、社会参与为辅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协作过程中，学校单向传输多，

社会参与少，这种“主副分明”协同合作形式导致参与主体责任感缺失，也限制了社会力量参

与学校体育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郭中凯、章亚希，2015）。社会组织与学校的权力、地位和资

源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利益冲突、合作条件不足、权力博弈与利益权益失衡（程

肇基，2019）。另外，公众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社会“共同体”的认知意识淡薄，社

会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意识模糊，削弱了社会对青少年成长的促进作用（吴重涵，2021）。因此，

由于责任主体博弈的不断加剧，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参与主体在既得利益的“诱使”下，

相对忽视社会力量参与的聚能作用，导致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协同效应不断弱化。 

为此，本文提出以“多元联动”为主线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发展新路径。多元联

动是一种汇集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平等协作、共生利他的实践路径，具有实现体育资源互通

共享、寻求体育供需平衡的共同体属性。只有正确审视新时代多元联动在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

促进中的使命，才能发挥全社会联动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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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的时代内涵 

多元联动是在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改革创新和实践探索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对我

国现阶段体育健康促进重大成就和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尽管目前学界对“多元联动”的概念

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但是其在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随

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不再局限于学校

的“专治”作用，而是应该打破学校“中心论”，强调家庭、社区等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在新时代背景下，多元联动在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实践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一是更加

强调联动组织的多元共治。新时代多元联动突破了过去家庭和学校为核心的家校合作“二元论” 

传统模式，强调社会参与组织的广泛性和全员性，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集体，抑或是国家，都

应承担起推动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重任，激发社会关心关爱儿童青

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热情，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多方协同联动的创新发展新模式，实现多方联

动向“多元化” 转变。二是更加突出联动主体的平等互惠。新时代多元联动打破了过去长期以

来因家庭、社区与学校之间的支配、依附关系而产生的被动局面，强调统筹社会教育、体育优

质资源下沉，为家庭、社区等主体赋能，关注弱势群体平等的参与能力和参与力度（钱佳等，

2021），逐力推进以学校为核心的单向灌输式被动合作向民主平等的互惠式多元联动转变（朱

丽，2018）。三是更加关注联动效果的动态持续。多元联动作为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发展

战略内容，同时又是《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方案 2020—2030》中的行动之一，该

方案围绕多元联动提出了课内课外和校内校外全时性的综合性干预措施。在评价方面，按照 “改

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评价要求（孟现录等，2021），

借助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多元联动干预和评价的持续性与系统性的统一。 

多元联动的逻辑起点是解决如何“联”与如何 “动”的问题，其实践机理是不同主体间的

协同驱动与内在要素间的融合共生。因此，本文试图从“结构与功能”“内容与要素”2 个视角

解构多元联动的内在生成逻辑，认为多元联动是外在的结构与功能及内在的内容与要素之间的

双层闭环，从而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其中 ：结构与功能是多元联动协同驱动的外在关系体现 ；

内容与要素是多元联动融合共生的具体实现形式。作为多元联动的实践形式之一，家校社联动

聚焦多元协作功能下沉，强调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协同合作和共建共育，它是在家校合作、

家校共育等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概念。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应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践行“以体育人”的初心使命，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作为多元联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此基础上，学校、家庭和社区等全社会组织“元素”按照互利共生的原则，通过开展课内课

外和校内校外各种体育活动和方式，对社会体育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为儿童青少年提供更多参

与体育锻炼的时间和空间，以此促进儿童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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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的域外经验

（一）强调联动组织的多元性与引领性 

联动主体多元、多方组织引领是国外多元联动的重要特点。参与联动的主体不仅仅局限在

家庭、学校和社区 3 个方面，而且还包括爱心企业、体育俱乐部、 体育协会等其他组织。美国

学校综合干预行动（CSPAP）就是典型的由多领域、多部门合作的综合性多元联动项目（Moon J，

2021）。社区体育活动开展需要 CSPAP 委员会成员的积极推进，社区代表提供物质资源，协助

开展相关的体育活动，并且为学生社区活动提供志愿服务。地方商会代表为社区活动提供资金，

捐赠相关设备和用品等。这些资源对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项目大有裨益。联动组织的引领性主

要体现在联动的组织管理的前瞻性，国外多元联动都是由统一的组织对其进行运营管理，而非

学校或社区单独管理。如家长教师协会（PTA）专门负责多元联动组织与实施，帮助家长更好

地参与到学校教育活动中（Burgard E H,1948），不仅保障了家庭参与学校教育的基本权利，同

时也均衡了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权益。

（二）聚焦联动行动的针对性与多样性 

多元联动虽然强调多部门的协同合作对儿童青少年的重要作用，但是针对不同干预对象，

其相应的联动手段和内容也各有侧重。因此，国外联动行动非常关注联动行动的针对性和多样

性。例如，美国学校儿童健身计划（SWITCH）主要通过家庭、社区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广泛参

与来帮助儿童转变行为（Do）、观点 （View）和思考（Chew），达到减少肥胖的目的。有研究

(Mcloughlin G M 等，2019) 发现，SWITCH 计划实施对降低学生的久坐屏幕时间，增加身体活

动成效显著。联动的多样性则表现在联动方法手段上的灵活与多样，避免了家校合作单一枯燥

的联动干预模式。例如，美国《学校—社区合作框架》（Cale L 等，2006）强调校外活动应避

免开展与校内体育课重复的活动内容。学校教师在课余时间为学生提供身体活动方面的健康知

识，家庭、社区体育俱乐部等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创造体育锻炼机会、普及健康知识等形式，

为儿童提供课后体育公共服务。另外，由美国缅因州青少年肥胖合作组织（MYOC）开发的“Let’s 

Go! 5-2-1-0 行动计划”（Rogers V W 等，2013），学校通过与家庭、社区的合作加儿童青少年校

外（家庭或社区）的身体活动，抑制或减少肥胖产生。

（三）关注联动评估的过程性和增值性 

有效的评估与反馈不仅可以优化和促进行动方案的实施，而且有助于提升行动方案的实施

效果。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外相关组织在实施多元联动时十分强调联动过程的评估以及联动

效果的增值性。例如，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颁布实施的《青少年健康促进的学

校和社区指导方案》将“项目评估”作为学校和社区合作的十大行动之一，采用不同的评估工

具对身体活动政策、课程内容、组织架构、方案设计的制定与实施进行评估，同时还对学生的

身体活动水平认知、动作技能学习和健康行为表现等方面进行效果评估，以优化和改善指导方

案的设计及效果。另外，芬兰的学校运动计划（Finnish Schools on the Move） （Haapala H L 等，

2017）作为芬兰国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体育健康促进干预方案，不仅有完善的社会网络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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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体系，而且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评价体系。例如，芬兰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系统（Move!）

（MÄKI J，2018），主要采用第三方科研机构组织对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的参与情况和身体

机能进行评估，从而保证芬兰运动计划实施的可持续性。 

四、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的理论基础 

（一）重叠效应理论 

重叠效应理论（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是由美国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的爱普斯

坦（Joyce L. Epstein ）教授团队在 1987 年提出的。该理论以“学生”为中心，综合了教育学、

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观点，其核心观点是强调学校、家庭和社区的交互叠加作用对儿

童成长的影响（Epstein J L 等，1996），同时它还注重学校、家庭和社区等不同层级所产生的社

会效益和价值（Epstein J L 等，2010）。重叠效应理论认为学校、家庭和社区需要进行经常性、

高质量的沟通与互动，使学生在不同的环境下接受到相同的教育机会，保证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该理论打破了传统分离式、互不干涉的家校关系的弊端，更加注重学校、家庭和社区“重叠”

对教育的促进作用，充分体现了三者在角色、功能上的融合与补充。该理论还提出了当好家长、

沟通交流、志愿服务、家庭学习、决策制定和社区合作 6 种家庭、学校、社区合作的实践框架，

以助力家校社合作育人能效的发挥。重叠效应理论的提出开创了现代家校合作的新范式，在指

导家庭、学校和社区角色重塑、内容实施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也为本研究多元联动内容构建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启示。 

（二）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理论（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Support，SNSS）是描述社会关系的

结构、过程和功能的理论假设，主要被用来解释社会关系与健康之间的联系的基本人际过程

（Berkman L F 等，2000）。社会网络是个体与周围他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关注的是人与人之

间能否提供社会支持，对个体的健康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支持是社会关系的功能体现，

其主要来源于家人、朋友、同伴在身体、心理等方面给与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情感支持、物质

支持、信息支持、评估支持 4 种类别。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

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个体或组织的影响。不同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偏好、价值观念、价

值诉求趋向一致，就会形成基于社会网络的支持共同体，从而去进行自我利益表达。基于社会

网络和社会支持理论去分析多元联动问题时：一方面要考虑到不同联动主体的独立性、差异性，

有针对性地进行利益分配与关系协调；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情感支持、利益共享、信息交换等途径，

在不同主体间建立社会网络共同体，充分利用共同体产生的整体目标和内在特质，按照其相依

共存的方式和原则构建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从而实现各联动主体与联动要素之间的协调一致。

（三）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Theory of Synergy）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物理家赫尔曼 · 哈肯（Hermann Haken）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他认为协同理论是一门在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自组织集体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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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同时社会和自然界在本质属性、内在属性上有所不同，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及各要素

之间均存在相互关联、相互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当系统受到外力达到质变时，系统要素之间可

以通过有意识的合作所产生大于各部分总和的效用（哈肯，2005）。 该理论揭示了在复杂开放

的系统中大量子系统会形成协同作用，并产生整体协同效应。因此，协同主体与协同要素的相

互作用与关联是社会协同的内在逻辑，不同主体间目标导向的一致性、参与过程的互动性是社

会协同的实践表达。家庭、学校、社区及其他多个要素共同组成了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

协同环境，也是多元联动的主体所在，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对体育健康促进这一事件所产生

的效能要大于每个独立要素效能。因此，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多 元联动，需要寻求家庭、

学校、社区等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建立多元主体间共同的协同意愿，形成共同的利益基础，从

而实现联动效益最大化。

五、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的实践路径 

笔者围绕模型架构和内容体系两方面重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的内在逻辑，

形成了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家校社联动内容架构。一方面，以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协同理论为指导，强调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场域特点和功能及其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和

社会支持对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影响，搭建了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家校社联动的“金

字塔”模型。另一方面，以重叠效应理论为指导，注重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交互”关联

对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共济关系，提出了儿童青少年

体育健康促进的家校社联动“4-6-4”内容体系，从而形成了以“4 点、6 线和 4 面”为核心内

容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金字塔”模型（图 1）。“4 点”是指构成“金字塔”

模型的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 4 个支点，“6 线” 是指由“金字塔”模型 4 个支点相互连接所

形成的 6 条连线，“4 面”是指由“金字塔”模型中的任意 3 个支点及其相互连线所形成的 4 个面。 

图 1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家校社联动 “金字塔”模型 

（一）激发活力 ：聚焦独立主体的内在价值 

“金字塔”模型的“4 点”由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 4 大参与主体构成，它们相互联系、



　 ·  38  · 人口信息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51 期）

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了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家校社联动的有机统一体。家庭作为个体所生

活的基本社会单元和最重要的社会环境之一，对于儿童青少年个体的心理及行为发展、文化学

习以及社交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参与家校社联动资源协调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学校

是儿童青少年重要的学习和生活场所，而学校体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对家校社联动的资源整合有着重要的聚合作用。社区是基于血缘、地域

和情感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归属感的社会群体（TÖNNIES F，2012），对家校社联动的资源流通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作用。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

共同体，是由生物与环境形成的关系总和，对家校社联动的资源共享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能源

效应”。 

（二）优势互补 ：发挥不同主体的协调作用 

“金字塔”模型的“6 线”是由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 4 个支点相互连接所形成的 6 条连线，

即 ：家庭—学校、家庭—社区、家庭—社会、学校—社区、学校—社会和社区—社会。重叠效

应理论认为，家校社联动过程中家庭、学校或社区某一单一主体的参与和作用发挥，需要其他

主体的支持和互助，这样才能使得家校社联动对儿童青少年学习表现发挥更大效能。因此，每

条连线都体现了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在联动中所形成的协同合作与互动关系。例如 ：在家

庭—学校合作关系中，家庭是学校的帮扶对象，家庭在学校的指导下于家校社联动中发挥作用，

而学校又可以是家庭的支持对象，学校在家校社联动中作用的发挥，更需要家庭的支持和帮助。

从整体上看，各主体间的连线是相对独立、不可替代的，同时，不同连线代表的要素之间又是

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共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充分表达了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在联动

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和价值。 

（三）融合共生 ：实现系统整体的聚合作用 

“金字塔”模型的“4 面”是由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中的任意 3 个支点及其相互连线

所形成的 4 个平面，即 ：由家庭、学校和社区形成的“家庭行动面”，由学校、社区、社会形

成的“学校行动面”，由社区、家 庭、社会形成的“社区行动面”，由家庭、学校和社区形成的

“家校社行动面”。每个行动“面”为参与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互惠共生平台。①家

庭行动面。注重家庭教育、家长参与、家长教养方式等因素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影响，

在学校和社区的指导帮助下，依托社会体育资源，通过家长体育支持能力提升、发挥家长榜样

作用、改变家庭生活方式等形式，加强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为儿童青少年创建参与体育锻

炼的家庭环境。②学校行动面。强调学校体 育制度、学校体育活动质量、学校体育支持环境因

素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影响，通过家长组织赋能、打造优质课堂教学、提升体育活动

质量、加强运动 智能动态监测反馈等方式助力“以体育人”。③社区行动面。聚焦社区体育活

动氛围、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等因素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 促进的影响，通

过社区体育组织优化调整、体育资源共享平台打造等形式完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社

区在家校社联动中的能效，解决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最后一公里”的难题。④家校社行

动面。强调家庭、学校和社区共同参与对家校社联动整合作用的聚核效应。通过资源整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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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开展、联动平台打造等形式，为家庭、学校和社区提供良好的体育参与和交流平台，

从而为儿童青少年营造全方位、全时段、全周期的体育参与氛围。这 4 个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共同构建了儿童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的“保护屏障”。

六、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的推进策略

（一）赋权增能 ：以平等互惠为原则，明确多元联动权责划分 

多元联动是一项由家庭、学校、社区及社会其他多元组织平等参与、相互沟通、协同合作

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多元联动要以平等互惠为原则，突破以往主体合作权责不明、利益分配

不均、主体博弈等壁垒，明确权责边界，赋能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首先，建立家校社联盟，

强调联动组织的多元性。转变“以学校为中心”的工作思路，以政府为先导，整合教育、体育、

卫生、团委、关工委、街道（居委会）等部门和组织，成立区域性多元联动工作组织，建立以

“体育”为抓手的多元联动联盟（以下简称“联盟”），负责管理运营多元联动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并将其纳入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日常工作和考核中。其次，明确家校社权责义务，强调联

动主体的引领性。学校、家庭、社区等社会主体成员应打破传统教育理念和思想束缚，树立健

康积极的学习观和体育观，明确教师、家长等主体的责任、义务和权利，主体间平等协商，互

惠合作，共享共治。最后，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家庭健康促进意识。汇集学校、社区、医

院等社会多方力量，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为家庭开展体育技能学习、体育锻炼指导、运动安

全防护等内容，不断更新家长的观念和知识，减少家庭参与不足带来的弊端。

（二）激力增新 ：以活动创新为渠道，打造多元联动动力引擎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多元联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增加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减

少久坐行为方式来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此，以体育活动为载体，激发多方活力，有助

于打造当下多元联动“动力引擎”。首先，创新联动活动开展形式，拓宽体育活动参与渠道，

激发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参与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的热情 ；同时，扩大儿童

青少年体育活动数量，下沉社会体育健康促进活动组织至学校、社区甚至家庭等社会细胞，强

调联动行动趣味性、娱乐性和竞技性相统一，提高社会基层组织的广泛参与度。其次，聚焦联

动行动智能升级，提升体育健康促进活动高效发展。通过优化提升、技术改良等方式， 以发展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提高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的质量，激发全员参与热情，形成浓厚的

社会体育氛围。最后，制定合理的活动参与奖励机制，通过奖项设置、标准优化、奖品提升等

方式，完善体育健康促进活动奖励制度体系 ；同时，提升活动宣传力度，不断扩大活动社会影

响力，吸引社会爱心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凝聚社会全员合力，打造家校社联动高质量发展的 “助

推器”，从而保障联动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三）扩需增量 ：以供求平衡为基本，保持多元联动资源供求 

多元联动实际上是寻求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组织体育资源优势互补、供需平衡的动态

过程。因此，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各级组织、各级部门应不断扩大体育需求，增加体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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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量，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一要统筹多元联动资源配置，及

时了解区域内儿童青少年的体育需求，掌握家庭、学校和社区的体育资源优势，推进精准化供

给方式，特别是加强对社区体育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增加适合儿童青少年参与的体育器材和场

地，为儿童青少年及家庭参与社区体育活动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和条件基础。二要建立多元联

动的人力资源“智库”，牵引有体育特长和体育爱好的教师、家长及社会成员积极参与 ；同时，

加强学校、家庭和社区的体育指导和培训，保障多元联动人力资源供给，以满足家庭和社区体

育活动组织与开展的需求。三要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线上线下”双轨道体育运动“智囊”，

为困难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甚至社会全员提供以“交互式”运动为主的体育活动“菜单”，儿

童青少年及家庭则根据“菜单式”运动处方，选择不同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从而满足不同

的体育活动需求。 

（四）提质增效 ：以数据驱动为导向，构建多元联动评价体系 

评价反馈是实现儿童青少年体育多元联动实践价值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外促进儿童青少年

多元联动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以数据驱动为导向，通过对数据的采集、

挖掘与分析，寻找多元联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已成为多元联动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首先，依

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以数据驱动赋能家庭、学校、社区及其他社会组

织和团队，建立多元联动全时空和全方位的实时评估监测系统，为家长、教师、社区及社会全

体成员提供资源共享、互动交流、信息反馈的平台机制，促进提升多元联动的信息沟通。其次，

转变儿童青少年体育评价方式，弥补校内体育学习评价的不足，构建综合性、系统性的体育学

习评价标准，倡导校内体育参与与校外体育参与相结合。最后，加强多元联动评价反馈数字化

转型，构建儿童青少年体育与健康大数据智库，形成数字化、可视化于一体的反馈机制，加强

对家庭、学校和社区参与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过程性及时效性等方面的增值性评价，为政府、

教育、体育、卫生等主体部门提供持续精准的动态评估和个性化实施策略，充分发挥大数据在

多元联动评价中的导向、诊断、调控和改进作用。 

七、结束语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多元联动的模式构建与路径创新，既是家庭、学校和社区体育

发展的内在需求，又是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工程。全社会应发

挥协同聚合效应，形成多方参与、多元联动的社会“共同体”，切实保障儿童青少年全面发展

和健康成长。这不仅会推动健康中国战略 “关口前移”，也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征程注入新鲜血液，为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和体育强国建设奠

定坚实的后备人才基础。虽然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道阻且长”，但我们应以“行则将至”

信心和“行而不辍”坚定信念，实现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未来可期”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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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对青少年听力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对策

顾慧敏 1，高 瑜 2  

（1. 泰兴市南街小学，江苏，225411 ；2. 上海财经大学体育教学部，上海，200433）

本综述详细阐述了音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涵盖了音乐接触的潜在优势、缺点和必

要的策略干预。首先，研究从一个多方面的分类系统来描述音乐。音乐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艺

术形式，根据地域和民族参数进行分类，并通过各种类型和特征进行区分。音乐通过促进情感

表达和调节、加强社会纽带和归属感以及促进创造力和认知发展等机制，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如此，如果音乐被滥用或与不恰当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可能会引发一系列

问题，包括听觉障碍、注意力转移、成瘾倾向和诱发负面情绪。为了消除这些潜在的危害，本

研究提出一些缓解策略，比如选择合适的音乐风格，建立一个健康的音乐环境，促进音乐教育

的建设性作用，以及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音乐活动。最后，本研究强调社会各界必须共同努力，

确保青少年有一个健康的音乐环境，从而加强音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积极影响。

一、引言

音乐作为一种沉浸式的、广泛的艺术媒介，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阶段

通常被称为青春期，被认为是心理、社会和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音乐在这个阶段中有着重要

作用。根据 Ouergui 等人（2023）的研究，年轻人对音乐的互动频率高，参与程度深。在当今

的数字时代，音乐无处不在。无论是通过流媒体服务、社交媒体平台，还是传统的广播和电视，

音乐都融入了年轻人的生活。这种无处不在的音乐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表达自我和表达情感的

手段 ；此外，它也成为他们社会互动的重要途径。许多青少年选择通过策划和分享音乐播放列

表来传达他们的身份和情感。这种行为超出他们对音乐美学的表达，反映出他们企图通过音乐

寻求共鸣和建立社会关系。例如，一个忧郁的播放列表可能传达了青少年的低落情绪，而一个

充满活力的播放列表可以描述他们兴高采烈和积极向上的心情。

此外，分享这些播放列表可以鼓励年轻人在朋友和同龄人中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从而加

强社会联系。同时，音乐在塑造青少年的身份和自我认知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一阶段，

青少年参与发现和塑造自己身份的过程 ；他们选择和欣赏的音乐往往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信

仰和自我概念。这种通过音乐进行自我认知和自我表达的过程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发展有

着显著的影响。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音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例如，Knoerl R 和

Neal-Barnett A发现，年轻人经常利用音乐作为情绪的应对机制，例如缓解压力和改善情绪。此外，

一些研究表明，合作音乐活动（如合唱团或管弦乐队）可以提高青少年的社交技能和自尊。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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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也揭示了与音乐相关的潜在风险，包括听力损伤和注意力分散。这些研究共同强调了

音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本文旨在回顾音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现有研究，特

别强调音乐的益处和潜在危害，进一步探索确保青少年能够安全地享受音乐的心理益处的策略，

以期为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提供实用的建议，并指导未来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

二、音乐的定义和分类

（一） 音乐的定义

音乐作为人类表达的一种普遍形式，有着众所周知的定义，但它在内容和艺术特征方面有

多种解释。从本质上讲，音乐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组织的声音，是一种沉默的表达。它涉及诸

如旋律（由一系列音符组成的乐句）、节奏（音符的组织和持续时间）、和声（两个或多个音符

同时发出声音）和色彩（音乐的特征和感觉，通常由特定的乐器或声源贡献）等元素。就艺术

特征而言，音乐被认为是一种人类通用的语言，可以传达情感，表达思想，提供安慰，并跨越

文化界限。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表现力和深度的艺术形式，通过它我们可以体验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音乐的分类

音乐的多样性反映在其广泛的分类上，不同地区的音乐按地域和国家分类，反映了各自的

文化特征和传统。例如，中国音乐以其独特的五声音阶而闻名，表现力强，乐器种类丰富。印

度音乐的特点是复杂的节奏结构，以及基于音阶的即兴创作，如塔拉。西方古典音乐以其严谨

的形式结构、丰富的和声和复杂的音符织体而闻名。另一种分类方法是基于音乐的类型和特征。

古典音乐通常是指创作于 1650 年至 1900 年之间的音乐，这些音乐作品精心制作，表现力丰富。

流行音乐是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最常见的音乐类型，其特点是旋律简单，歌词易于接受，节奏

强烈。爵士乐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以其独特的节奏（如摇摆节奏）和广泛的即兴演奏而

闻名。摇滚乐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由于其强烈的节奏和扣人心弦的吉他独奏，在世

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每种类型的音乐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为人们提供了各

种各样的表现方式和体验。音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仅反映了人类的创造力，而且提供了一种

强大的工具，来影响和塑造我们的心理状态。

三、音乐的多重效益

（一）促进情绪的表达和调节

音乐一直被认为是表达情感的有力媒介，使个人能够传达广泛的复杂情绪。快节奏、高强

度的音乐可能表示快乐和兴奋，而慢节奏、低调的音乐可能表示悲伤和沮丧。通过创作和听音

乐，青少年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绪。此外，音乐是情绪调节的工具，可以帮助个

人缓解压力，减轻焦虑，增强自信。研究表明，听音乐可以降低皮质醇水平（一种压力激素），

从而减轻压力。同时，自我效能理论认为参与音乐活动（如学习乐器或唱歌）可以增强个人的

自信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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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强社会联系和归属感

音乐可以提供社会效益，因为它作为人与人之间一种共同的兴趣和经验，能够培养一种联

系和归属感。例如，分享音乐品位可以加强年轻人之间的友谊，促进社会认同的形成。此外，

参加团体音乐活动（如管弦乐队或合唱团），可以帮助青少年培养团队合作技能，并提供强烈

的归属感和共同成就感。

（三）促进创造性和智力的发展

音乐被认为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通过音乐创作和即兴创作，青少年可以自由地探索和表

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想象力。此外，研究表明音乐训练可以积极影响智力发展，特别是与数学、

逻辑和空间智能相关的音乐训练。尽管音乐对智力发展的具体影响仍在研究中，但有证据表明，

参与音乐活动的青少年在学业上的表现要好于不参与音乐活动的青少年。

四、音乐的潜在弊端

尽管人们对音乐的优势已经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得到了一定证据，但我们无法忽视它潜在的

弊端，尤其是使用不当的情况。

（一）不恰当地使用音乐

过度或不恰当地使用音乐可能会导致听力损伤。长期接触高音量音乐，尤其是通过耳机或

耳塞，会增加接触有害噪音的风险，可能导致暂时或永久的听力损伤。由于自我调节能力有限，

青少年可能会无意识地放大音乐的声量，进而危害他们的听力健康。因此，必须对青少年进行

安全听音乐习惯的教育，包括减少音量、限制听音乐的时间和使用安全的听音乐设备。此外，

过度听音乐可能会分散注意力，从而影响学业和工作表现。一些人认为音乐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但研究表明听抒情音乐会分散注意力，特别是在执行需要语言处理的任务时。此外，过度依赖

音乐可能会导致习惯性上瘾，其特征是无法控制地想要听音乐，可能会对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

响。

（二）音乐内容的潜在负面影响

音乐的内容可能诱发或加剧负面情绪和行为。例如，含有暴力、性、歧视和消极情绪的歌

词可能会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年轻人往往比成年人更能理解和内化歌词，因此，

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这些负面影响。音乐的情绪基调可能会影响听者的情绪状态。一些

研究表明，听忧郁、紧张的音乐可能会诱发或加剧负面情绪。虽然年轻人可能会使用这种音乐

来调节或表达情绪，从长远来看，过度接触这种音乐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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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有效的应对策略

（一）选择合适的音乐类型

对于青少年来说，选择合适的音乐类型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满足个人喜好和心理需求。

这种选择过程应优先考虑青少年的喜好和心理需求，并考虑音乐的审美价值和教育意义。例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音乐可以满足生理需求（如放松和缓解压力）、安全需求（如培

养安全感）、社会需求（增强归属感和人际关系）、尊重需求、实现需求。

此外，音乐的审美价值和教育意义也不容忽视。美学研究表明，音乐可以引发深刻的情感

体验和精神交流，提供美的欣赏。教育研究表明，音乐教育可以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包括

智力、情感、社会和道德层面。因此，我们应该鼓励青少年选择具有高审美和教育价值的音乐，

包括古典音乐、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

（二）营造健康的音乐环境

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听觉健康，父母必须监控音量和持续时间，避免长时间接触吵闹的音乐。

此外，音乐的内容，特别是那些表达负面情绪、暴力、歧视和其他有害元素的内容，应该加以

管制。这些责任需要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间教室，父母应

该教育青少年如何正确使用音乐，包括音量控制、时间管理和选择积极健康的音乐内容。学校

作为中学课堂，应该引导青少年欣赏高质量的音乐，从而对音乐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作

为更广阔的课堂，应该提供丰富的音乐资源和服务，为青少年培养一个健康的音乐环境。

（三）倡导积极向上的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在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我们应该优先考虑音乐课

程的设计和教学方法。音乐教学大纲应该涵盖音乐的各个方面，包括音乐理论、器乐表演、声

乐训练、音乐欣赏和音乐创作。教学方法应考虑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激发学生的积极参与、

探索和创造性思维。创新的教学技巧，如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和合作学习，可以

图1 音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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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青少年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效能。二是扩大音乐教育资源的可及性。这种扩展包括提

供大量的音乐书籍、音乐软件和音乐网站等资源，并组织各种音乐活动，如音乐会、音乐比赛

和音乐节。

（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活动

音乐活动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磨炼音乐技能、展示才华、享受音乐乐趣的良好平台。应该

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各种音乐活动，如学习乐器，参加演出，组织音乐俱乐部。这些活动不仅

能提高青少年的音乐素养，还能提高他们的社交、组织和领导能力。此外，必须激发青少年的

创新精神，鼓励他们从事音乐创作、改编和研究。这些活动可以让青少年深刻地理解音乐，自

由地表达音乐，积极地参与音乐，从而促进心理健康。

六、结论

本综述探讨了音乐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音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比如情感表达和调节，培养社会联系和归属感，促进创造力和智力增长。音乐为

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身份和情感的途径，同时帮助他们发展社交网络、创造力和认知能

力。相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会影响他们与音乐的互动和感知。青少年可能会根据自己的

情绪状态和心理需求选择不同的音乐类型。例如，在压力或不快乐的时期，他们可能会被提供

安慰或反映他们当前情绪状态的音乐所吸引。

这种双向关系强调了音乐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

角和思路。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包括研究青少年如何利用音乐来管理他们的心理压力，或研究

通过音乐教育提高他们心理健康的方法。虽然音乐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诸多好处，但不恰当

地使用音乐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影响。高音量的音乐会导致听觉受损，过度的音乐投入可能会导

致注意力分散或导致上瘾倾向。此外，一些音乐内容可以激发青少年的负面情绪反应，包括暴

力和歧视的主题。因此，青少年应该适度地享受音乐，并主动降低可能出现的风险。家长和教

师有责任指导青少年进行适当的音乐消费，包括调整合适的音量，管理听音乐的时间，选择积

极有益健康的音乐内容。这些策略可以帮助青少年避开音乐的负面影响，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

音乐的积极影响，从而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建立健康的音乐环境是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键。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

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家庭应该为青少年提供安全和吸引人的音乐环境。学校应该具备音乐教育

的资源和机会。社会应促进音乐活动和服务，以配合青少年的音乐需要。此外，应该鼓励青少

年积极参与音乐活动，如学习乐器和参加音乐表演。这些活动不仅能培养青少年的音乐天赋和

知识，还能磨炼他们的社交技能、增强自信、激发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音乐教育者的作用

是至关重要的，肩负着向青少年传授音乐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同时也要帮助理解音乐的精神价

值 ；同时，应该促进音乐如何影响他们的情绪和精神状态的理解，以及如何利用音乐作为一种

工具，以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综上所述，音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需要在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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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为青少年培养一个健康的音乐环境，以最佳地利用音乐的积极影响，避

免其潜在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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